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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 107 年度憲一字第 10 號鑑定意見書 

 

劉靜怡＊     

June 19, 2019 

 

    鈞院 107 年度憲一字第 10 號立法委員江啟臣、李鴻鈞、高金素梅等 38 人就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系

爭條例）第 3 條、第 26 條、第 29 條、第 34 條、第 46 條第 47 條及第 54 條等規

定聲請解釋案，囑託本人擔任鑑定人，本人針對  鈞院所示之憲法法庭言詞辯論

爭點題綱，敬提鑑定意見書如下： 

 

壹、 公共年金憲政制度背景比較分析 

    鈞院言詞辯論爭點提綱，涉及系爭條例是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何種憲法上之

基本權利、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以及司法者應以何

種審查基準檢視系爭規定是否違憲。本鑑定人認為，大法官除應檢視公共年金

制度的歷史脈絡與後續變革，及其在我國的憲法長期實踐，始能就系爭規定進

行正確的利益衡量之外。若能輔以外國比較法制及相關司法經驗，例如美國公

共年金改革的立法與司法經驗，或有助於釐清本案爭點。爰此，本鑑定意見將

以我國憲法基本權利保障與權力分立制衡制度為主軸，輔以本鑑定人較熟悉的

美國法制，其關於公共年金（退休金）改革的立法經驗與司法違憲審查經驗，

進行比較分析，望能藉他山之石，助 鈞院釐清我國年金制度改革的相關憲政爭

議。 

 

一、從公共年金制度觀察系爭條例之憲法實踐背景 

    我國於 48 年通過「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陸海空軍士官服役條例」，

乃軍人退伍金給付法制化之首例，將退伍除役給與明文化，當時退伍金給付之財

源完全由政府編列國家預算支付，屬「恩給制」的退休金制度。但隨著國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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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程度導致恩給制帶來沉重的財政壓力，我國於 1990 年代推動退休制度的改

革，將以往由各級政府負擔經費的恩給制，改為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

建立由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支付的共同儲金制度，並於 81 年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

部分條文後，於 84 年將「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陸海空軍士官服役條例」

併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其中關於退伍給與部分，也自「恩給制」

轉變為「共同提撥制」。 

    系爭條例所建構者，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退撫制度（以下簡稱軍人退撫制度），

此一制度同時兼納政府稅收和現役人員依法撥繳的費用，在此一雙重財源模式的

支持下，當現役人員達到一定服役年資或年齡時，即可符合請領要件，屬於確保

退役後之經濟安全，而採行確定給付設計的金錢給付制度，性質上是職業年金。

整體觀之，退撫制度與軍人保險制度同屬公共年金制度之一環。此處同時值得釐

清者，則是系爭條例第 3 條第 4 款第 9 目所規定之優惠存款利息（以下簡稱優存

利息），則是由國家編列預算負擔利息差額，依  鈞院釋字第 280 號及第 717 號

解釋之意旨，可清楚推知其本質屬於過渡性的政策性補貼，亦即在軍公教人員之

退休金額度偏低時為之，乃上述年金制度尚未健全化之前的過渡措施，在法律定

性上並非獨立於退休金以外的經常性退休給付。 

    在上述理解下，公共年金制度究竟應該採取何等程度的所得替代率，不僅涉

及退役人員退役後之經濟安全，也涉及國家整體財政資源的最適合理分配，故而

設計公共年金制度時，應該謹慎衡量的公共利益。依  鈞院過往之憲法解釋立場，

不僅曾在釋字第 578 號解釋中，明確指出相關機關應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之規

定，衡量國家總體發展，通盤檢討勞工老年退休制度，另外，在釋字第 717 號解

釋中，更進一步認為銓敘部於 95 年參酌國際勞工組織所訂退休所得之所得替代

率，修訂相關優惠存款要點，設置所得上限百分比，減少部分退役人員所得替代

率過高之不合理情形，符合年金制度應考量之公共利益。 

    考察立法者於 84 年之際制定的系爭條例，其之所以選擇以共同提撥新制取

代恩給制，無非肇因於退除人員逐年增加，政府負擔日益龐大，而由政府與現

役人員共同撥繳之費用設立基金，此一基金具有自給自足之封閉特性，類似保

險之概念，政府提撥的費用獨立於政府預算之外，亦即將退撫制度的財務，和

一般政府預算予以明顯區隔。如有收支失衡的狀況產生時，應自通盤檢討並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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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提撥費率著手，而非透過政府預算挹注的方法，去處理收支失衡的現象1。職

是之故，近年因為國軍組織進行調整、推動募兵制等政策而導致兵力結構與領

取退撫金之人數產生變化，使得退撫基金於 100 年起已出現收支不足現象，並

經精算預估將於 109 年用罄破產時，國家應該使用的解決替代方案，並非僅限

於撙節其他類型的國家財政預算，轉而彌補退撫基金日益空虛的狀態。而是應

該針對退撫基金提撥費率、給付數額和給付方式等予以調整，以免一則造成國

家財政資源不公平分配的結果，再則有違公共年金制度要求退撫基金財務自給

自足之本旨。 

    在此一思考脈絡下，系爭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由政府負最後支付

保證責任」，應該通盤考量該條項的立法目的，就退撫基金制度的內涵進行體系

性解釋，認定此處所謂「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應指年金提存準備遭遇

當初制度設計時所未能預料之情事，如：國家遭遇政治或經濟緊急危難、景氣或

物價劇烈波動，或撥繳與請領人數顯著失衡的情形，因而導致基金不足以支付退

撫給與時，政府所負擔之最終保證責任，應指政府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以便使退

撫基金重新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態，以確保退撫給與之發給不至於產生劇烈變動甚

至落空，而前述適當措施，或指修法調整提撥費率以增加基金收入或減省基金支

出，但原則上仍不應背離基金財務自給自足原則。換言之，「由政府負最後支付

保證責任」無論如何不應解釋為當退撫基金財務出現不平衡狀況時，一律由政府

負擔全部的撥補責任。若是如此，不僅必然產生增加稅收或排擠國家其他類型財

政支出的爭議，衍生不同世代間權益公平性的指責，更與前述公共年金制度要求

退撫基金財務應該自給自足的基本原則嚴重牴觸。 

    綜上所述，本鑑定意見認為，基於公共年金制度提供長期性經濟安全保障，

但影響公共年金制度支付能力的經濟社會條件變動狀況，往往並非該制度設立之

初即能全盤預料並納入考量之因素，所以，公共年金制度本質上便必須涵納動態

調整的可能性，針對退撫基金財務收支平衡的基本目標究應如何達成，本應容許

政府與立法者定期共同檢討的空間，以便能夠視實際需求進行調整，以確保公共

年金制度之長期運作，不至於因退撫基金之提撥費率與給付數額等一成不變之故，

                                                      
1 參見：孫迺翊，論社會保險制度之財務運作原則 – 兼評中央與地方政府關於健保保費補

助之爭議問題，政大法學評論，第 101 期，頁 70-7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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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產生窒礙難行，甚至基金破產而對現職人員和退休人員均會帶來之重大損害。 

    關於軍人退休權益保障之憲法基礎，不外乎憲法第 18 條所保障之服公職權

利，以及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本鑑定人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力搜尋並

細閱  鈞院歷年來關於服公職權保障與財產權保障的各號大法官解釋內容，也

可以推導出相同結論。同時，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享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

休俸之權利，亦屬  鈞院釋字第 455 號和第 715 號解釋所肯認，應無可疑之

處。 

 

二、我國憲法保障之服公職權與軍人退休權益 

    本鑑定意見以下將先自服公職權權的角度，分析政府保障軍人退休權益的實

質內涵及其限制，並且援引美國法上，關於公共年金制度設計及後續調整的判決，

作為比較對象，嘗試說明在我國憲法服公職權規定及相關大法官解釋下，應該如

何理解與判斷系爭條例對於軍人退休權益的影響。 

 

（一）服公職權之發展背景與現狀 

    就  鈞院關於服公職權保障之解釋而言，早期之解釋多半是在訴訟權或正

當法律程序保障的案件中，一併論及服公職權2，或者是在考試資格限制的相關

解釋中3，提及服公職權利，大致上並未提及請求退休金之權利屬於服公職權之

保障範圍。至於近期解釋涉及公務員退休權益者，大致上認為其內涵包括公務

人員之身分保障、俸給及退休金等權利在內，部分解釋則指出官等俸級受到憲

法制度性保障。例如：釋字第 483 號解釋認為官等俸級受到憲法制度性保障，

                                                      
2參見如：釋字第 243 號解釋（免職處分影響人民之服公職權）、釋字第 323 號解釋（任用資格

審查不合格或降低原擬認之官等，影響人民之服公職權）、釋字第 338 號解釋（任用資格審查

不合格或降低原擬認之官等，影響人民之服公職權）、釋字第 396 號解釋（懲戒處分影響人民

之服公職權）、釋字第 430 號解釋（現役軍官申請續服現役未獲准許，影響其服公職權）、釋

字第 446 號解釋（懲戒處分影響人民之服公職權）。 
3釋字第 205 號解釋：「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為憲法第 7 條所明定。其依同法第 18 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在法律上自亦應一律平等。

惟此所謂平等，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其為因應事實上之需要，及舉辦考試之目的，就有關

事項，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要難謂與上述平等原則有何違背。」釋字第 341 號解釋：「又中

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憲法第 7 條所明定，人民依同法第 18 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在法律上自亦應一律平等。惟此所謂平等，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其為因應事實上之需要，

及舉辦考試之目的，就有關事項，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要難謂與上述平等原則有何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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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公務人員依法銓敘取得之官等俸級，非經公務員懲戒機關依法定程序之

審議決定，不得降級或減俸，乃憲法上服公職權利所受之制度性保障」；另外，

釋字第 491 號解釋指出「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

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圍不惟涉及人民之工作權及平等權，國家應

制定有關任用、銓敘、紀律、退休及撫卹等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之法律，用以規

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釋字第 575 號解釋指出「憲法第 18 條

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暨由此衍生享

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釋字 596 號解釋指出「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暨由此衍生之

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 

    另外，釋字第 605 號解釋指出「公務人員依法銓敘取得之官等俸級，基於

憲法上服公職之權利，受制度性保障」，釋字第 614 號以及釋字第 658 號解釋這 

兩號解釋，也都指出「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

依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國

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至於釋字第 730 號

解釋，則進一步宣示「公立學校教職員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請領退休金之權

利，乃屬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究其實際，在公務人員的關係下所涉及之金錢給付保障，例如「公務人員

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依據法令規定為財產上之請求」、「福利互助金」以及本

案所涉及之「請領退休金」之類的金錢給付，在  鈞院的解釋中，均曾肯定其受

財產權之保障。舉其要者，釋字第 312 號解釋指出「公務人員退休，依據法令請

領福利互助金，乃屬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行使，如遭有關機關拒絕，將影響其憲

法所保障之財產權」，釋字第 707 號解釋指出「教師待遇之高低，包括其敘薪核

計，屬於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範圍」，釋字第 730 號解釋指出「公立學校教

職員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乃屬憲法保障之財產權」。關於

本案所涉及的財產權限制爭議，本鑑定意見將在以下的壹、三當中進一步探究，

此處將先以服公職權所涉及的爭議為主軸，進行分析。 

    查  鈞院上述解釋的脈絡與理路，雖然釋字第 280 號解釋對於公務人員退

休、養老之保障，乃是以憲法第 83 條為其憲法依據，尚未直接引用服公職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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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過，自釋字第 280 號解釋以來，凡是涉及俸給與退休給付之案件，大致上

都是以公務人員此一身份而建構的法律關係，當成其憲法基礎。例如前述釋字第

483 號解釋及後續的釋字第 605 號、第 614 號、658 號和第 717 號解釋等，均環

繞在「公務人員依法銓敘取得之官等俸級，非經公務員懲戒機關依法定程序之審

議決定，不得降級或減俸，此乃憲法上服公職權利所受之制度性保障」此一概念

上，亦即「制度性保障」成為憲法上服公職權利之保障內容。 

    至於軍職人員的退休給付，至今  鈞院雖做成以服公職權利作為其憲法保障

依據的解釋，不過，釋字第 455 號解釋曾指出「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退

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

之權利」，釋字第 715 號解釋亦曾指出「志願役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為軍中基層

幹部，係依法定程序選訓、任官，並依國防法等相關法令執行訓練、作戰、後勤、

協助災害防救等勤務，自屬憲法第十八條所稱之公職」。換言之，軍職人員之退

休權益，不無援引服公職權利的制度性保障之可能性。 

    然而，本鑑定意見認為，關於上述服公職權利的解釋中所出現的「制度性

保障」，與典型制度性保障內涵，本質上並不相同。考察  鈞院在上述服公職權

利的數號解釋中所提及的制度性保障，其所指內涵乃是「公職」此一工作的特

殊性質而來之權利保障，並非將服公職及因公職身份而衍生的權利，直接視為

憲法上的制度性保障。例如釋字第 768 號解釋指出「公職為特殊類型之工作」，

即為適切的詮釋。此處所謂公職工作之特殊性，或可理解為：和憲法第 15 條所

保障的工作權（即職業自由）相較之下，服公職權利的內涵，具有特殊性：公

務人員雖然與一般受僱勞工相同，都基於「受僱」的地位提供勞務，然而，公

務人員和政府之間的法律關係及其權利義務內涵，和基於典型的私法契約關係

所形成之僱傭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有所不同。誠如  鈞院在釋字第 760 號解

釋中所指出者：「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為廣義之參政

權，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經由公開競爭之考試程序，取得擔任公職之資格，

進而參與國家治理之權利」，至於其保障範圍，則是「包含公平參與競試與受訓

練完足考試程序以取得任官資格、職務任用資格、依法令晉敘陞遷，以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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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4。換言之，公務人員與政府間之關

係，相對於勞工之受僱關係，其特殊性在於，其法律關係之發生，並非基於契

約，該法律關係所衍生之權利義務內容，亦非由典型之私法契約形成之。就我

國軍職人員或公務人員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來說，毋寧說是依公務人員任用之相

關規定作成任命之行政處分後，並依公務員相關法規形成與政府之間的權利義

務關係。 

    釋字第 576 號解釋指出：「契約自由，依其具體內容分別受憲法各相關基本

權利規定保障，例如涉及財產處分之契約內容，應為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又涉

及人民組織結社之契約內容，則為憲法第 14 條所保障」。依據本號解釋之意

旨，一般受僱勞工與僱主之間，是以勞動契約形成勞動法律關係，應受工作權

保障，相對地，公務人員與政府間形成之法律關係，則應受服公職權利之保

障。而前述  鈞院解釋之所以將上述關於身分保障、俸給、退休金等原屬法律

層次即可保障之事項，均納入服公職權利之範圍中，並且將官等俸級事項以

「制度性保障」的說法引入服公職權利的概念內涵中，無非是為了使服公職此

一特殊勞務提供法律關係的內涵，得以在憲法保障的層次上獲得充實。因為，

公務人員與政府間的關係，往往是長期的繼續性法律關係，其權利義務關係甚

至延長到退休之後，為了落實國家照顧公務人員生活的原則，所以大法官乃不

厭其煩地型塑其保障範圍的內涵，這也正是  鈞院一再強調「憲法第 18 條規定

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

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國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

維持其生活之義務」之宗旨所在。 

    然而，基於服公職權利而衍生的公務人員各種經濟利益，包括俸給、退休

金和退撫金….等等，在性質上乃是因為服公職權利而來，畢竟屬於「廣義之參

政權」，亦即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經由公開競爭之考試程序，取得擔任公職之

資格，進而參與國家治理之權利」（釋字第 760 號解釋理由參照）之餘，國家應

該確保人民服公職之對價適當合理，不應該讓此種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利成為毫

無對價，甚至具有懲罰效果，以免對人民透過服公職以參與國家治理的意願帶

                                                      
4 釋字第 760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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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負面影響。其次，退一步言之，將服公職此種特殊工作，以典型工作權的概

念予以理解詮釋，則公務人員的俸給、退休金和退撫金等經濟利益，也符合人

民以公職此種特殊類型的工作換取經濟利益的期待。那麼，在衡平考量之下，

人民服公職所換取的經濟利益，不應該和其他人民從事公職以外類型的工作所

能獲得之經濟利益，出現落差過大或不成比例的現象，否則，就背離了國家基

於照顧原則，而給予公務人員和其職位相稱之生活照顧之初衷。 

    基於以上理解，公務人員對於政府之信賴基礎，僅限於「給予公務人員和

其職位相稱之生活照顧」，並無主張國家必須給予特定金額以上的退休保障之

理。因而，也應該無從限制立法者僅能維持或提高其擔任公職伊始時之法律所

規定之金額，不得嗣後調整並減少退休給付5。因為，公務人員根據服公職權利

之憲法保障而取得之請求退休給付地位，既然是依法規形成其內容，則公務人

員之法律地位自得因法律與相關規範之變動而有所調整。同時，釋字第 485 號

解釋亦特別指出：「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

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

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

達成立法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本於以上基本概念，本鑑

定意見認為，公務人員雖具備請求退休給付地位，然其具體給付內容，應尊重

立法者與行政機關共同政策審議之形成空間，不宜由司法者在欠缺實質政策調

查能力，而且不可能符合終局政治責任的先天限制下予以決定。同時，立法者

之立法內容，也應該受憲法上過度照顧禁止原則的拘束6。 

    本鑑定意見認為：既然公務人員和政府之間的法律關係及相關權利義務內

涵，並非一般私法契約關係所得比擬，那麼，率爾援引外國憲政法制下之契約

條款及相關判決，進而主張本案系爭條例所涉之年金改革應屬違憲者，均應就

                                                      
5 參見：張桐銳，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年金保險化：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改革評析，東吳法

律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頁 74（2018）。 
6 釋字 485 號解釋：「…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

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

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

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

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立法機

關就上開條例與本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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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方法論，制度相似性以及可援引性，負起比較高的舉證責任，以免落入

論理邏輯過度跳躍和去脈絡化之疑慮。本於此一法學訓練上的認知，本鑑定意

見以下就美國各州年金制度改革及其衍生之相關憲政爭議進行說明，分別以美

國憲法中的契約條款（the Contract Clause）、徵收條款（the Takings Clause）及

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要求，予以分析檢討。 

 

（二）美國各州公共年金改革下的「契約條款」爭議 

    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10 項第 1 句：「各州不得立法侵害契約義務」7，是我國

憲法中所未見的規定，但我國學者在探討當前國內之年金改革爭議時，或有引

用美國法制經驗中關於契約條款之爭議而探討者8。究其實際，自 2008 年金融

海嘯以後，不少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或因年金基金投資失利，或因長期稅收或

政府退休基金提撥不足，使退休基金面臨重大財政困窘的狀況，甚至有破產之

虞。例如：到 2020 年左右，預估將有七個州無清償能力，此外，約有為數近半

的州，至 2027 年左右將瀕臨破產9。正因為如此，各州也就陸續決定採取和公

務人員所享公共年金有關的各種制度改革。 

 

1. 美國各州年改爭議簡史 

在比較制度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各州公務員所享之公共年金權

益，本質上屬於各州權限，而非聯邦權限。因此，關於各州的年金初始設計模

式，及後續改革方案，究竟導致該州公務人員之公共年金權益受到何等具體之

影響，因為並無全國統一制度與給付標準，故而必須細究各州基金規模、年金

制度之立法內容與各州所面臨之具體財務困境，方能定奪10。究諸實際，各州

                                                      
7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I, section 10, clause 1： “No State shall… pass any Law impairing the 

Obligation of Contracts…” 
8 參見如：廖元豪，政府可以違約嗎？—美國有關削減退休給付憲法爭議之判決分析，頁

67，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台灣行政法學會研討會論文集（2019），年金改革施行後若

干憲法問題之研究」，頁 91；鍾麒，論比較法研究的議題設定—以「已退休公務員退休金減

少」與「禁止溯及」為例，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台灣行政法學會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金改革施行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頁 91，元照出版公司，2019 年 4 月 
9 See American States' Pension Funds: A Gold Plated Burden, The ECONOMIST, Oct. 14, 2010, at 

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248984 (visited June 10, 2019).  
10 See generally Amy Monahan, Understanding the Legal Limits on Public Pension Reform, May 

2013,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24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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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也各自採取了不同的調整或改革方式，藉以維持公共年金制度的運作，

例如改變公務人員和政府的提撥率（employee contributions and employer 

contributions）、依據生活成本調整（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以下簡稱

COLA）、調整退休年齡與服務年資（age and service requirements）、調整計算最

終補償的方法等措施11。在美國各州所採的各種公共年金改革措施中，雖然複

雜程度與調整幅度各有不同，但是，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固然有些州所採行的

公共年金改革措施，其受規範對象，僅限定於新進或現任公務人員（new 

hires），然而，有些州因為面臨較為沈重之財政壓力，則將公共年金改革措施的

受規範對象，延伸到同時包括現職公務人員以及已退休人員這兩種類型，例如

Colorado、Maine 和 Ohio這幾個州，便是此種典型例子12。各州雖然陸續採行

的是範圍與程度不一的公共年金改革措施，但各該州的現職和退休公務人員，

原先所享，或有所期待的權益，多少均受影響，則係不爭的事實。因此，權益

受到影響的現職和退休公務人員，紛紛提起訴訟。 

    從美國各州關於公共年金的判決歷史來看，在 1900 年初期法院首次處理公

共年金相關權益的保護爭議時，直至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多數州將公共年金定

位成政府所給與退休公務員的「恩惠」（gratuities），完全委諸於政府和立法者

之政治判斷與裁量，退休公務員不受任何基於信賴而來的保護。換言之，在此

一見解下，基本上是認為退休金權益是來自於主權的賞賜及仁慈（a bounty 

springing from the appreciation and graciousness of the sovereign）13，所以，政府

自可透過立法機關的修法針對退休金內容進行調整、修改、增補、取代甚或廢

除等措施14。在此一偏向「恩給制」的特質下，美國憲法上的「契約條款」（the 

Contract Clause）、「徵收條款」（the Takings Clause），或其他保護人民基本權利

的憲法原則，均無從限制州政府或州立法者修改退休金制度內涵的權力。換言

                                                      
11 See generally T. Leigh Anderson, Alex Slabaugh & Karen Eilers Lahey, Reforming Public 

Pensions, 33 YALE L. & POL’Y REV. 1, 12-14 (2014). 
12 See Gavin Reinke, Note, When a Promise Isn't a Promise: Public Employers' Ability to Alter 

Pension Plans of Retired Employees, 64 VAND. L. REV. 1673, 1674 (2011). 
13 See Stuart Buck, The Legal Ramifications of Public Pension Reorm, 17 TEX. REV. L. & POL. 25, 

49-50 (2012); Amy Monahan, Public Pension Plan Reform: The Legal Framework, 5 EDU. FIN. & 

POL’Y 617, 619 (2010).  
14 See, e.g., Blough v. Ekstrom, 144 N.E.2d 436, 440 (Ill. App. Ct. 1957); Dodge v. Bd. of Educ. of 

Chi., 302 U.S. 74, 81 (1937); Pennie v. Reis, 132 U.S. 464, 470-72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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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美國法制傳統中，既然退休金被認為是一種基於政府恩惠而產生的慰勞

金，因此政府不僅是在公務人員退休前可以改變制度內涵，即使在公務人員退

休之後，也可以隨時進行調整、修改甚至加以廢除，不受任何拘束。因此，針

政府對公務人員退休金予以調整、修改甚至加以廢除，所涉及的考量因素，多

半是道德或政治層次的顧慮，本質上並非法律或憲法上的拘束15。 

    不過，就美國自二十世紀中期後的司法判決發展趨勢而言，此種幾近一致

將退休金定性為「恩惠」的見解已不復見。雖然目前有些州法院仍持如此見

解，例如其中 Texas 州法院，仍採取絕對恩給制見解16，但目前美國法學文獻也

僅只 Arkansas、Indiana 和 Texas 三個州，仍採恩給制的見解，且內容也不完全

相同17。 

除採取恩給制的少數州，目前美國法院關於公共年金相關爭議的論證與解

決模式，大致上採取「財產」（property）以及「契約」（contract）兩種模式，

針對公共年金改革爭議進行司法審查18。在此處（二）的部分，本鑑定意見謹

針對「契約」模式下的美國公共年金爭議司法審查模式，進行介紹與分析。財

產模式則將留待在（三）的部分與徵收條款一併分析。 

 

2. 契約保障模式：比較憲法中的「不可比較性」思考 

    就契約模式而言，美國大多數州已揚棄恩給制，認為退休金計畫參與者的

權益，應該受憲法契約條款保障，然而，就契約是否及如何成立？契約何時生

效？契約具體內涵為何？⋯⋯等等爭議，觀察各州立法與司法判決，仍有相當大

的歧異19。舉例而言，有些州將退休金制度視為由州憲法或州立法所創造的契

                                                      
15 Anderson, Slabaugh & Lahey, supra note 11, at 16. 
16 See Kunin v. Feofanov, 69 F.3d 59, 63 (5th Cir. 1995); City of Dall. v. Trammel, 101 S.W.2d 1009, 

1017 (Tex. 1937). See also Amy Monahan, Public Pension Plan Reform: The Legal Framework, 5 

EDUC. FIN. & POL’Y 617, 621 (2010). 
17 Arkansas 州和 Indiana 州法院，區分自願退休金制度及非自願的退休金制度，法院將前者

定位成「契約」關係，相對地，將後者定位成恩給制。在 Texas 州法院的見解下，該州所有

退休金制度皆屬於恩給制，不過，即使如此，該州政府在使用其修改退休金內容的權力上，

似乎頗為節制。 
18 See generally Kristen Barnes, The Public Pension Crisis through the Lens of State Constitutions 

and Statutory Law, 92 CHI.-KENT L. REV. 393, 412-27 (2017).      
19 See generally Michael B. Kent, Jr., Public Pension Reform and the Takings Clause, 4 BELMONT 

L. REV. 1, 5-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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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via constitutional or statutory pronouncement）

20。有些州法院則認為，透過立法者所選擇之法律用語或其他相關事實，判斷

立法者是否給予參與者對於退休金制度之合理期待及信賴利益，來論斷契約關

係（或類似契約關係）之成立與存續。亦有見解認為退休金制度，係立法者所

創造之單務契約，政府提供退休金等權益，作為延後給付的補償21。也有州法

院認為：公共退休金制度，無法逕自適用私法契約原則，僅能基於類似契約

（quasi-contract）之法理，論證受益者是否受到保障，及其保障程度。此外，

若採用契約模式論證，就州政府與僱員間，有關退休權益契約何時生效？各州

判決，有認為自工作第一天22即生效，亦有認為應自公務員實際退休，或取得

退休資格時，始生效23。亦有介於兩者之間，認為應具體認定公務人員對於年

金給付之合理期待及信賴利益，才能決定24。 

    關於契約內容所涵蓋的保障範圍，有少數州法院認為其保障範圍，包括過

去及未來立法者許諾之所有利益。採用此立場者，該州憲法多明文規定：公務

人員加入年金計畫之後，州政府對於年金之給付，不得減損或為任何不利的修

改25。多數州則因為該州憲法用語之不同，認為契約所保障之對象為過去所累

積的利益（past benefit accruals），這意味著政府可以修改未來的年金權益內容

26。而在絕大多數的州，法院則是根據法律用語及政府相應的年金政策來判斷

契約的內容27。是以，美國各州之間，往往因政治、經濟及憲政架構不同，而

在年金改革的違憲審查結果，有極大的差異。 

就比較制度的角度觀察，近年來美國公共年金制度所引發的法律爭議，與

我國本次年金改革最相近者，乃是前已提及的生活成本調整條款（COLA）。而

                                                      
20 在美國各州中，有七個州的州憲法中具有契約條款，或以州立法保護此一契約權利。關於

州憲法中的保障，see ALA. CONST. art. XII, § 7; ARIZ. CONST. art XXIX, § 1(C); HAW. CONST. art 

XVI, § 2; ILL. CONST. art. XII, §5; LA CONST. art. X, §29(A)&(B); MICH. CONST. art. IX, §24; N.Y. 

CONST. art. V, § 7. 關於州立法的保障，see FLA. STAT. ANN. § 121.011(3)(d); MASS. GEN. LAWS 

ANN. CH. 32, § 25(5); N. J. STAT. ANN. § 43:13-22.33. 
21 Bakenhus v. City of Seattle, 296 P.2d 536, 538 (Wash. 1956). 
22 See Andenson et al., supra note 11, at 22-23. 
23 See id. at 26.  
24 See id. at 27. 
25 See Monahan, supra note 16, at 622-24. 
26 See id. at 624-25. 
27 See id. at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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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美國多數處理 COLA 相關爭議的州最高法院，認定 COLA 並非屬於「契

約」的內容，因此不受各州的州憲法中的契約條款以及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10 項

第 1 句之契約條款所保障。相對地，Washington 州的最高法院雖然認為 COLA

構成契約條款，但是卻認定系爭調整並不足以造成當事人契約權利的「重大損

害」（substantial impairment），從而就州立法者單方面調整給付內容，作出合

憲判決。本鑑定意見以下謹以 Colorado、New Jersey、New Mexico和 Florida 等

數州最高法院判決為例，予以說明，以便佐證何以主張基於聯邦憲法及州憲法

之契約條款保障，任何對受雇者不利之調整，均屬違憲的主張，應該不具有說

服力。 

Colorado州議會曾修正州公務員退休協會（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Association，簡稱PERA）的養老金計畫，以解決該計畫資金嚴重不足的情況。

州議會採取的手段除了降低生活成本調整條款，更對年增長率設定上限。原告

為退休公務員，主張他們與Colorado州政府間有契約，退休後自有依據生活成

本調整條款，於每年請領經調整後之養老金，州政府不能片面更動該契約。在

歷經訴訟後，上訴至該州最高法院，Colorado州最高法院針對更動生活成本調

整條款，是否違反憲法契約條款，認為應依次檢驗以下三個要件：（1）是否存

在契約關係？（2）法律制定或變更是否構成重大減損？（3）該法律是否具備

合理且必要的目的，以達公共目的？ 

    Colorado州最高法院在詳細檢視並分析該州養老金計劃相關規定與制定脈

絡後，認為州政府與州議會並無締結契約之明確真意，而且系爭法律在過去曾

經多次更改生活調整條款計算方式，該立法中並無契約性用語，無法證明立法

機關有意拘束自身，並永久受特定時間之生活成本調整條款（COLA）計算公

式所拘束28。 

在涉及 New Jersey州年金改革的 Berg v. Christie29中，該州退休公務人員提

起訴訟，主張州政府片面終止生活成本調整條款，違反聯邦和州憲法的契約條

款而違憲。然該州最高法院指出：關於 COLA 是否係州政府透過立法程序，創

設受雇人之契約權利（legislative contractual right），應以「立法機關是否曾明確

                                                      
28 Justus v. State, 336 P.3d 202 (Colo. 2014).  
29 Berg v. Christie, 225 N.J. 245, 137 A.3d 114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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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訂定契約之意向」（the legislature expressed an unequivocal intent to 

contract））為斷。該州最高法院，在詳細考察該州退休金制度的相關法律內容

及歷史沿革後，認定生活成本調整條款，並非該州公務人員不可剝奪之契約權

利。因此，退休人員對於生活成本調整條款，並無契約權利，無從主張州政府

廢除生活成本調整條款，違反憲法中的契約條款而違憲。同時，最高法院亦宣

告：由於系爭法律並未明示將生活成本調整條款納入立法保護的範圍，因此在

前屆立法者於立法時未對該利益有特別明文予以保障，自無拘束後屆立法者之

理，因此後屆立法者自可加以調整，不受禁反言原理之拘束。最後，該州最高

法院特別指明：本案無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保障之適用餘地，因為正當法律

程序之保障，是以既得權利（vested right）已存在為前提。而生活成本調整條

款，則尚待當事人持續累積方能取得，因此並非既得權利。30 

此外，New Mexico州的年改訴訟中，該州最高法院也認定生活成本調整條

款不屬於退休權益的範圍31，不受憲法之契約條款所保障。該案原告為退休教

師、教授及其他公立學校教職人員，因為該案系爭法律修正，減少了全部退休

教育人員，依據生活成本調整條款可請領之數額，因此原告乃向法院對於主管

機關提出訴訟。然而，法院並不同意原告的主張，而是在本判決中則認定

COLA 不屬於受憲法保障的權利，故無違憲可言。本判決的主要理由，在於法

院認為在本案中無從根據該州憲法規定之內容，將退休計畫定性財產權。該州

最高法院在檢視州法與系爭退休計畫整體內容之後，認定生活成本調整條款不

                                                      
30 Id. 此處附帶一提者，為 New Jersey州最高法院在隔年作成的 Burgo v. New Jersey State 判

決。在該案中，該州公共年金基金的參與者，針對州政府未對退休基金提撥足夠款項一事提起

訴訟，並主張未撥付足額款項已侵害退休基金參與者憲法所保障之契約權利 。New Jersey 最

高法院判決指出：契約是否成立，必須檢驗兩個要件：1. 立法者是否表達訂約的清晰且無誤

之訂約意向 (clear and unmistakably intention)？2. 州憲法是否授權立法者訂立具拘束力

之契約？該判決指出：州議會所制定之系爭退休金相關法律文字，雖已明確創造退休基金參

與者之契約權利，然該州憲法 13 條第 2 與第 3 項所規定之負債限制條款（Debt Limitation 

Clause）與撥款條款（Appropriation Clause），要求州立法者不得在未經選舉中過半數公

民同意前，承擔長期且鉅額之財務負擔，因為制憲者除對可能損害跨世代州政府財務健全之

事務，認為應賦予人民最終決定權外，也希冀限縮代議士之權力，避免未來納稅人，必須長期

承擔當代立法者之錯誤。同時，該州憲法之撥款條款，也要求年度預算必須兼顧財政收支平

衡。所以，該判決最終認為：對於州政府違反契約，是否具有合理與必要目的，以及預算編列

與撥款之優先順序，均應由承擔政治責任之行政權與立法權共同決定，法院不宜越俎代庖，並

裁定州立法者與基金參與者所訂立之契約，已逾越憲法對立法者之授權，故該契約無效。See 

Burgo v. New Jersey State, 222 N.J. 175 (2015). 
31 Bartlett v. Cameron, 316 P.3d 889 (N.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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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告退休權益的範圍內。再者，州最高法院進一步認定：退休人員所領取的

基本退休金，受憲法財產權保障。至於立法者對退休者的免稅措施，雖然對於

退休者之實質所得有助益，但該免稅政策，檢視立法者實現公共政策之工具，

並未創造受益者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州最高法院亦認定該案中的係爭生活成

本調整條款，與對退休者賦予免稅權益，具有手段相似性，均為立法政策工

具，與公務員退休後享有之權益有別。換言之，立法者自得基於自身權力，於

嗣後衡酌社會經濟條件與政府財政收支後，再行調整。倘司法者禁止立法機關

行使上開權利，不僅有違權力分立，彼此制衡原理，也會剝奪後屆立法者因應

社會條件與經濟狀況的應變權力。 

 至於在 Florida 州的年金改革爭議，該州最高法院則是認定：Florida 州議會

對於 Florida 退休系統（the Florida Retirement System ，簡稱 FRS）條款的修

正，從全由雇主提撥，修正為政府僱員自特定日起，僱員必須提撥 3%、並廢除

生活成本調整條款，並非溯及既往生效，也未逾越議會權限（were prospective 

changes within authority of legislature to make）。32 Florida 州最高法院，承認依

據州憲法契約條款，州不能以政策為由，任意地影響其契約及其所形成之相關

權利義務，也不允許州在有其它相同效果，但較溫和手段足以達到目的時，未

採取最輕微之調整措施。然而，最高法院卻也認定：Florida 的退休系統 FRS 中

的權利保留條款（preservation of rights provision），並未拘束未來立法者的調整

空間33，就此而言，上述制度修正，並未逾越議會的權力行使權限。而且，權

利保留條款並未創設或賦予現職政府雇員任何有關未來退休利益之權利，因此

係爭立法修正，並未影響政府僱員任何契約權利。34 

相對於多數州的最高法院，允許州政府與州議會修正或調整生活成本調整

條款，本鑑定意見亦留意到，美國若干州政府透過年金改革改變生活成本調整

                                                      
32 Scott v. Williams, 107 So. 3d 379 (Fla. 2013).  
33  參見其文字：F.S.A. § 121.011(3)(d): ”The rights of members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is chapter shall not be impaired by virtue of the conversion of the Florida 

Retirement System to an employee noncontributory system. As of July 1, 1974, the rights of 

members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is chapter are declared to be of a contractual 

nature,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member and the state, and such rights shall be legally enforceable 

as valid contract rights and shall not be abridged in any way.” 
34 See supra not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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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的作法，有不同的命運，也就是 COLA 在某些州遭到宣告違憲的命運，其

中以 Arizona 和 Illinois 州兩個最高法院的判決，算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然

而，細究之下，在這兩州的州憲法當中，均另外明文訂有「年金保障條款」

（the Pension Protection Clause），而這兩州的最高法院宣告各該州公共年金改

革措施違憲的依據，並不是基於前述的契約條款，而是以年金保障條款為理

據。 

基於上述的分析，本鑑定意見此處要提醒大法官的是：細繹我國憲法中所

明訂的基本權利保障條款，既無「契約條款」，更無「年金保障條款」。從這

個角度來看，Illinois 州和 Arizona 州的制憲者或修憲者，的確有不同於我國制

憲者或修憲者的特殊憲政價值選擇，這兩州的州憲法將「年金保障條款」明文

化，非但與我國憲政發展史之脈絡迥然不同，也與美國不少州憲法的憲政架構

與內涵有別。換言之，「外地法制脈絡與本地法制脈絡之間，必然有別。因此

不同法制間是否『可以比較』（comparable），仍需深思」的比較法研究

ABC35，應是  鈞院考量比較憲法的參考意義時，應該隨時自我提醒的前提。 

 

3. 美國州憲法中年金保障條款的作用 

Illinois 和 Arizona 兩州的年改訴訟，相較於美國其他各州的年改訴訟，應

該是國內討論年改爭議時廣受援引的年改爭議的判決36。如前所述，上述兩州

最高法院宣告生活成本調整條款之變更違憲，主要是因為該州憲法的明文規定

中，除了有契約條款外，尚明文訂定年金保障條款。所以，這兩州的最高法院

宣告系爭年改措施違憲，其實是年金保障發揮作用所致。本鑑定意見以下即就

這兩州的州憲法年金保障條款在各該判決中所扮演的角色，稍加說明。 

首先，就 Arizona 州的年改判決37而言，Arizona 州的州憲法第 29 條第 1 項

(C)規定「公立退休系統的成員，與政府的關係為契約關係，受憲法第 2 條第 25

                                                      
35 參見：鍾麒，論比較法研究的議題設定—以「已退休公務員退休金減少」與「禁止溯及」

為例，頁 91，頁 106，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台灣行政法學會研討會論文集（2019），

年金改革施行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元照出版公司。 
36 李瑞典，從事務本質論軍人與公教年改之差別對待- 兼談美軍退撫制度，收錄於法治國原

則與 2018 年金改革，頁 347。 
37 Fields v. Elected Officials' Ret. Plan, 234 Ariz. 214, 320 P.3d 1160, 680 Ariz. Adv. Rep. 15 

(Ariz.,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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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保障，其收益不得減損」（Membership in a public retirement system is a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that is subject to article II, section 25, and public retirement 

system benefits shall not be diminished or impaired.）38，而 Arizona 州則是於 2011

年由州議會立法禁止將年收益超過 9%的退休基金盈餘撥付準備金（reserve 

fund），而是必須提撥於退休金本金（basic retirement plan）。針對此一規定，

Arizona 州的州最高法院認定該州憲法中的契約條款所提供的保障(“No ... law 

impairing the obligation of a contract, shall ever be enacted.”)，是保障退休金或公

共年金契約的一般性條款。至於該州憲法中的年金保障條款（the Pension 

Clause），則是提供公務員額外的憲法保障，用以保障公務員之退休金利益部分

不受削減。因此，年金保障條款與契約條款兩者間，並不互相隸屬，而是相互

獨立，不可混淆。 

    基於以上解釋，Arizona 州最高法院進一步援引同樣在州憲法中訂有年金保

障條款的 New York州和 Illinois 州類似年改訴訟的判決39，認定該州公共年金制

度中的「退休金計算公式」或「退休金給付公式」（benefit calculation formula）

為「利益」（benefit），應該受到該州憲法中的退休金條款保障，而且該利益的

涵蓋範圍，不以已經累積、賺取（accrued or earned），或者已支付（paid）者為

限40。 

    其次，依據Illinois州的州憲法13條第5項所規定之「任何參與退休或年金的

政府僱員或教職員，均受到可執行的契約保護，不得減損其利益」41，Illinois州

最高法院於審理該州政府所採的年改措施時，指出「參與公務員退休金或年金

系統者，對於被承諾給予的利益，享有可執行的法律權利。而且保障時間點起

自任公職之日起，非退休之日」42。 Illinois 州最高法院進而援引Arizona州最

                                                      
38 ARIZ. CONST. art 29, § 1(C).   
39 Kleinfeldt v. New York City Emps.’ Ret. Sys., 36 N.Y.2d 95, 365 N.Y.S.2d 500, 324 N.E.2d 865, 

868–69 (1975) (including the formula utilized in calculating an annual retirement allowance under 

the Pension Clause); Miller v. Ret. Bd. of Policemen’s Annuity, 329 Ill.App.3d 589, 264 Ill.Dec. 727, 

771 N.E.2d 431, 444 (2001) (holding benefit increases to be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40 Fields v. Elected Officials' Ret. Plan, 234 Ariz. 214, 218–19, 320 P.3d 1160, 1164–65 (2014) 
41 ILL. CONST. Art. VIII, Sec.5. PENSION AND RETIREMENT RIGHTS: “Membership in any 

pension or retirement system of the State, any unit of local government or school district, or any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thereof, shall be an enforceabl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the benefits of 

which shall not be diminished or impaired.” 
42 See In re Pension Reform Litigation, 2015 IL 11858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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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前述Fields案的論理，認定公共年金或退休金計算（給付）公式，應受憲

法保障。所以，Illinois州最高法院認定立法者改變年金或退休金計算（給付）

公式，已違反該州憲法之年金保障條款。 

 Illinois州除就憲法退休金保障條款的文義進行解釋外，Illinois州最高法院

就人民主權，與立法、司法權間之權力分立分際，有相當精闢之分析：在聯邦

憲政秩序下，州政府得行使聯邦憲法保留給州之主權（reserved sovereign 

power），例如警察權（police power）。然在Illinois州於1970年在憲法中增訂年金

保障條款時，該州雖曾經歷大蕭條等財政緊急情況，但修憲者仍然執意訂定該

條款，顯然當時的修憲者，亦即Illinois州人民，已經透過行使主權的方式，針

對該州的憲法權力分配，做了特定的憲政價值選擇，也就是剝奪立法者以政策

調整退休金的權力。Illinois 最高法院指出：主權的最終擁有者，並非州政府或

州議會，而是州的公民。因此，當修憲者衡酌所有得失損益之後，以明文方式

在憲法中保障退休金的支付，排除州政府與州議會的政策參與權力與審議空

間，依據權力分立原理，司法機關在未獲得 Illinois 州人民做出相反的授權

前，不得採取與憲法文義相反的解釋。43 

 在觀察美國近年來關於多件涉及公共年金改革之州最高法院判決後，除了

Illinois州和Arizona州，基於該州憲法特別訂定之年金保障條款，宣告公共年金

改革措施違反州憲法的規定外，各州法院對於年金改革是否違背聯邦與州憲法

之契約條款，必須先衡酌年金相關法案之整體架構與文字，是否具備契約或類

似契約性質？若係爭法律，賦予當事人契約或類似契約之權利，仍需進一步檢

視契約之成立時點與實質內涵為何？以及法院對政府嗣後調整或修改契約內容

的容許空間與程度，這些都是系爭公共年金制度改革是否能夠通過違憲審查的

關鍵之一。 

    因此，當法院認定契約有效存在時，法院將進一步檢驗系爭契約的調整或

修改是否造成重大損害，以及其管制目的是否為合理且必要。若系爭公共年金

改革措施並未構成重大損害時，那麼即為憲法所容許。倘系爭公共年金改革措

施所削減的公共年金權利，是公務人員當初願意和政府形成有效聘僱契約的主

                                                      
43 See In re Pension Reform Litig., 2015 IL 118585, ¶ 75, 32 N.E.3d 1,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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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或是公務人員對該年金具有合理信賴基礎且有信賴表現者44，則可能

構成重大損害。若已構成重大損害，系爭公共年金改革措施，法院將進一步檢

視立法者追求之管制目標，是否具備合理且必要的重要公共利益目的？法院在

系爭管制措施，廣泛社會或經濟議題時，多對立法者追求之目的是否重要且正

當 （significant and legitimate public purpose behind the regulation, such as 

remedying of a broad and general social or economic problem）45，採取比較寬鬆審

查基準。換言之，在檢驗系爭年改立法的合憲性時，法院雖不盡然會完全放任

政府與立法者所為之調整，但基本尊重立法者對年金改革具備「合理且必要」

目的。此外，司法者在審查「目的合理性」時，將檢驗政府採取系爭年金改革

措施的情況變遷，是否為政府或立法者無法預見或無意促成46。至於判斷是否

具有必要性時，將檢驗政府政府是否已無其他變更幅度更低的替代措施可資選

擇？本鑑定意見認為，就上述審查基準而言，可以看出顯然法院在判斷系爭年

改措施是否合理必要時，賦予政府與立法者相當程度的政策審議形成空間。 

  

4. 美國司法權對州警察權在經濟事務上寬廣形成空間的尊重 

    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歷史與法律思想脈絡（jurisprudence）來觀察，

關於法院運用契約條款，審查州政府社會、經濟立法，是否侵害當事人基於契

約所衍生之權利，最重要的判決乃是 1934 年的 Home Building Ass’n v. 

Blaisdell47。其時，反對司法任意干涉政府經濟立法措施的的 5 位自由派大法官

48，透過此一判決降低司法審查基準，為後來聯邦最高法院 West Coast Hotel 案

49以降，宣告政府經濟管制措施進行寬鬆審查之思潮，吹起先聲。在 1934 年之

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契約條款50，其解釋不僅適用於私人之間的契約，也

                                                      
44 See Baltimore Teachers’ Union v. Mayor and City Council of Baltimore, 6 F.3d 1012, 1017 (4th 

Cir. 1993). See also Allied Structural Steel Co. v. Spannaus, 438 US 234, 245 (1978). 
45 See Energy Reserves Group v. Kansas Power and Light Co., 459 U.S. 400, 411-12 (1983).  
46 See United States Trust Co. of New York v. New Jersey, 431 U.S.1, 27 (1977).   
47 290 U.S. 398 (1934).  
48 當時五位形成同盟的五位大法官是 Hughes, Roberts, Stone, Brandeis 以及 Cardozo。 
49 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300 U.S. 379 (1937) 
50 U.S. CONST. art. I, § 10 (“No State shall . . . pass any . . . Law impairing the Obligation of 

Contract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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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契約當事人其中一造為政府的契約51，以及政府特許公司的經營52。換言

之，此處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契約條款並未實質限縮

聯邦政府或州政府的固有權利，例如政府的徵收權 （eminent domain power）

53。其次，契約條款也無礙於政府運用州警察權 （police power）宣告已經成立

的契約無效54，以維護公共福祉（public welfare）55和經濟福利（economic 

welfare）56。 

    因此，美國聯邦憲法雖然訂有契約條款，但是，本鑑定意見書必須指明，

契約條款所保障的契約權利，並非受到絕對的保障。究諸實際，聯邦最高法院

在審理州政府是否侵害或剝奪契約權利時，通常會進一步檢視：1. 政府是否可

以運用警察權，以調整私人間的經濟關係及契約當事人的權利義務？2. 政府調

整契約內容後，是否會實質改變契約中的權利義務關係？  

    針對上開爭議，美國聯邦法院和州法院，針對州政府警察權之適用範疇，

是否可以延伸適用到涉及健康、安全或道德規範？以及警察權是否可作為授權

州政府訂立規範，以維護公共福利及經濟福利？在1934年之前，法院雖多肯認

州政府之警察權可適用於健康、安全或道德規範57。但對於州政府針對經濟事

務從事立法管制時，多以契約條款對州政府警察權之行使加以限制58。但在

Blaisdell 案，主筆的首席大法官Hughes大法官主張，應該允許政府在緊急狀態

下，運用警察權制定經濟規範。而該案系爭立法的目的是要處理大蕭條時代的

房地產市場崩盤危機。Hughes大法官認定在符合該緊急要件下，即使契約條款

也不能阻止州政府行使警察權，以便維護公共福祉59。Hughes大法官並指出：

憲法契約條款之原意，係保障契約關係免於受到政府的不當干預。但該案系爭

立法允許抵押權人延期清償，是維護抵押關係之存續，而非改變抵押契約中的

權利義務關係，其本質在在於穩定房地產經濟市場，否則將造成房屋大量拋

                                                      
51 Fletcher v. Peck, 10 U.S. 87 (1810). 
52 Trs. of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17 U.S. 518 (1819).   
53 West River Bridge v. Dix, 47 U.S. 507 (1848).  
54 Stone v. Mississippi, 101 U.S. 814 (1880). 
55 See, e.g., Chicago & Alton R.R. Co. v. Tranbarger, 238 U.S. 67 (1915). 
56 See, e.g., Noble State Bank v. Haskell, 219 U.S. 104, amended by 219 U.S. 575 (1911).  
57 See, e.g., Atl. Coast Line R.R. Co. v. City of Goldsboro, 232 U.S. 548, 558 (1914).  
58 Blaisdell, 290 U.S. at 438-40. 
59 Id. at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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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屋市場供需失衡，房地產價格崩，難以計數的抵押契約處於高風險狀

態。  

在1938年的Indiana ex rel. Anderson v. Brand60中，聯邦最高法院降低了州政

府是否違反契約條款之審查基準，並指出：所有私法契約在履行完畢之前，都

有可能受政府正當行使警察權所干預。因此只要政府警察權之行使，具有公益

目的，並採取足以達成該公益目的的合理手段，即為憲法所允許。同時值得注

意的是，該案Black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為後續聯邦最高法院在契約條款與警

察權的審理，做出奠基性論述。Black大法官認為該案中主張權益受損的教師，

其教師地位並非基於契約而來，而是基於規範經濟政策的法律而來。因此，州

政府對於經濟政策之法律，應具相當高的裁量空間，僅受該州政治程序監督、

制衡與課責61。 

     Black大法官隨後在Wood v. Lovett62的不同意見書中進一步指出：政府基於

主權具有調整土地法令和稅捐法令的權力，而Blaisdell案則是建立起一個務實的

良好先例，使立憲者於契約條款中所撰寫的簡陋文字，不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

阻礙。而且，從制憲史料的內容觀察，制憲者也無意讓契約條款，淘空後世立

法權與行政權，使必須衡酌社會經濟情勢變遷，進行良善治理的政府與議會，

雙雙陷於無能狀態63。此後，針對州政府運用警察權規範經濟事務之爭議，聯

邦最高法院於審理時多給予政府與議會相當寬廣的政策形成空間。Reed大法官

曾指出：政府應有干預契約的權力，以便保護人民的重要利益，而此處政府權

力得以干預的領域，並不限於健康、道德和安全，也包含經濟需求在內，例如

政府有權干預租賃契約，也有權干預能源費率。關於這類干預，不必採嚴格審

查基準，而且政府干預的條件，也不限於緊急狀態64。 

     在1945年的E.N.Y. Sav. Bank v. Hahn65一案中，主筆多數判決意見的

Frankfurter大法官，除多次引用Blaisdell案的最高主權論述之外，也揚棄了

                                                      
60 303 U.S. 95 (1938). 
61 Id. at 110 (Black, J., dissenting). 
62 313 U.S. 362 (1941). 
63 Id. at 372-386 (Black. J., dissenting). 
64 Veix v. Sixth Ward Bldg. & Loan Ass’n, 310 U.S. 32, 38-39 (1940).  
65 326 U.S. 230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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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大法官當年在所設下的緊急例外狀態限制。Frankfurter大法官在該判決

中指出，在Blaisdell案，主筆的Hughes大法官對於州警察權的解釋，可謂穿透

憲法契約條款的表面文字，並賦予該條款一個符合當代美國憲法架構下的適切

解釋。亦即，當廣泛且分散的的公共利益，在無數的私人契約安排網絡下，陷

於重大危難時，應該容許政府基於保護重要福祉的理由，進行必要干預。在這

樣的公共利益脈絡下，任何私人契約關係的安排，不再是單一且獨立契約，也

不享有免於任何政府干預的憲法保障。簡言之，在後新政時代，聯邦最高法院

已經明顯採取了司法機關不適宜在經濟事務上越徂代庖，更不適合在負起政治

成敗責任之行政與立法權均已對經濟事務進行審議與決策之後，再以有限的司

法調查能力，以後見之明，予以干預。所以，聯邦最高法院在憲法涉及財產權

保障的規定上，包含契約條款與徵收條款在內，大致上都是採取尊重政治部門

決定的立場。 

    Frankfurter大法官對於契約條款的意見，在20年後的El Paso v. Simmons66判

決中，成為判決主筆White大法官之核心主張。White大法官在該判決中指出：

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政府有權於必要時，干預契約程序，且司法權須尊重立

法政策形成空間67。 

雖然在United States Trust Co. v. New Jersey68中，主筆大法官Blackmun指

出：當契約一方當事人為政府時，憲法契約條款具有較高拘束力，以避免政府

任意調整或毀棄契約，並採用中度審查基準。然而，Blackmun大法官同時指

出：契約條款並非如同其字面，絕對禁止政府調整其基於契約而來的後續財政

義務。只要其所追求的目的為公共利益，且具備合理必要性，則可通過審查

69。一年後，聯邦最高法院在Allied Structural Steel Co. v. Spannaus70判決中，亦

採用中度審查基準，並且適用兩階段審查步驟。首先，法院檢視系爭法律是否

嚴重損害當事人契約關係，其次，檢驗其是否為解決系爭社會問題所必要且合

                                                      
66 379 U.S. 497, 508–09 (1965).   
67 Id. at 508-9. 
68 U.S. Tr. Co. v. New Jersey, 431 U.S. 1 (1977).   
69 Id. at 25. 
70 438 U.S. 234, 243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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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手段71。 

Allied Structural Steel Co. v. Spannaus可以說是新政之後，聯邦最高法院運用

契約條款干預政府權力的高潮。但是， 接著在Energy Reserves Group, Inc. v. 

Kansas Power & Light Co.72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卻以一致決的票數，降低中度

審查基準，認為當政府為契約一造時，固然必須遵循上述標準進行審查，但

是，當政府並非該契約的其中一造，而且系爭措施乃合理且必要時性，法院就

必須尊重立法者之政策形成空間73，而後續的判決，則幾乎都回歸到Frankfurter

大法官所建立的司法自我抑制原則。且自Allied Structural Steel Co. v. Spannaus判

決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未曾以契約條款為據，宣告州立法違憲74。 

 

5. 美國憲法作為比較對象的啟示 

    總結以上所述，美國聯邦憲法中的契約條款，是美國立憲者基於制憲當時

為了脫離殖民地母國控制之特殊政治背景，在制定憲法之際集體所為之特殊憲

政價值選擇。隨後美國某些州憲法明文規定契約條款，也有類似的背景與意

涵。然而，相對地，我國憲法中並無類似明文規定的契約條款，即有相當程度

的差異或「不可比較」特性。同樣地，在凡是州憲法中明文訂有年金保障條款

者，若該州法院判決政府年改立法或措施違憲者，主要也是基於年金保障條款

作成違憲的認定，並非以契約條款當成依據，這也是另一個值得我國司法者重

視的不可比較性特色。 

    其次，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內容當成比較憲法的對象，也可以發

現，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契約條款的判決，與警察權的關係非常緊密，亦即和政

府透過系爭立法或改革措施所欲處理的社會安全和經濟安全危機往往息息相

關，也正因為如此，司法權對於契約條款的解釋適用，自新政時代以來大致上

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節制，對於立法者的政策形成空間，相當尊重。本鑑定意

見認為，這段至今不衰的美國憲法發展史，或許值得我國大法官深思與仿效。 

 

                                                      
71 Id. at 242-47. 
72 459 U.S. 400, 421 (1983). 
73 Id. at 411-13.  
74 Jeffrey A. Berger, The Contracts Clause Time for a Rebirth, 24 WASH. LEGAL FOUND. 2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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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國大法官解釋的契約保護立場 

    最後，即使不論比較憲法上的不可比較性此一現象的確存在，並且退一步

將我國公務人員和政府之間原本透過行政處分與相關法規而形成的法律關係，

當成某種特殊的契約類型來看待，那麼，我國大法官歷來關於契約的解釋，應

是值得檢視的對象。 

    首先，關於公務員的權利規範，過去至今的大法官解釋，大致上承認立法

者有形成空間，亦即採取相對寬鬆的審查基準。例如，在  鈞院似有意區分服

公職權與勞工契約自由的釋字第596號解釋75中，特別指出「養老給付」（公務

員）與「老年給付」（勞工）不同，而「二者在制度設計上，所應加以權衡利益

衝突未盡相同，並考量客觀社會經濟情勢，本諸立法機關對於公務人員與勞工

等退休制度之形成自由，而為不同之選擇與設計」。同時，在釋字第764號解釋

的理由書中，也指出對公營事業中具公務人員身份者之權益保障，屬立法形成

空間，應採寬鬆審查76。而因為系爭條例相關規定已提供「適度之緩和措施」，

所以系爭規定未牴觸比例原則77。 

    其次，若是政府是契約當事人之一方，而以法律形成、變更契約內容者，

則大法官對於系爭立法通常採中度審查基準。例如釋字第457號涉及國家與榮民

                                                      
75 參見釋字第596號理由書：「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按國家為公法人，

其意思及行為係經由充當國家機關之公務人員為之。公務人員與國家間係公法上之職務關

係，國家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保障其生活之義務，公務人員對國家亦負有忠

誠、執行職務等義務（本院釋字第四三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然勞雇關係，則係人民相互

間本諸契約自由而成立，勞工為雇主提供勞務，從事特定工作，雇主則給付勞工相當之報

酬，其性質為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 
76 參見釋字第 76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第 1 項規定，國家固應制定有關

公務人員之任免、銓敘、級俸、保障、退休及撫卹等事項之法律，以規範公務人員之權義，惟

就其內容而言，立法者原則上容有一定政策形成之空間，並得依各類公務人員性質之不同而

為不同之規定」及「公營事業人員中具公務人員身分者與國家間之關係，如因事業性質之改變

致其服公職權受有不利之影響，國家自應制定適度之過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以兼顧其權

益之保障。又判斷系爭規定所採取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具合理關聯，應就過渡條款或

其他緩和措施是否適度，一併觀察。」 
77參見釋字第764號解釋理由書：「….依系爭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營事業轉為民營型

態，並未採取一律資遣之手段，而係尊重從業人員意願，使其得留用於民營化後之事

業。…..綜上，系爭規定就適用於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部分，與系爭條例第8條第4

項後段及第5項合併觀察，國家為達成民營化之目的，係以尊重人員意願，使其得留用於移

轉民營後之事業，並就結算其原有年資提供適度之緩和措施，以保障其權益，整體而言，其

手段與前述民營化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未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8條

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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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私法契約給予配耕國有農場土地，但以「處理要點」之規範限制女方繼承

權利，即系爭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三項：「死亡場員之遺眷如改嫁他人而無子女者

或僅有女兒，其女兒出嫁後均應無條件收回土地及眷舍，如有兒子准由兒子繼

承其權利」，其中規定限於榮民之子，不論結婚與否，均承認其所謂繼承之權

利，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不符。此號解釋涉及國家資源利用78，似採取寬

鬆審查基準，該號解釋認為縱使系爭規定似乎有違平等原則，但仍給予合憲之

結果，作成警告性裁判，要求「主管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基

於上開解釋意旨，就相關規定檢討，妥為處理。同樣地，釋字第472號解釋也作

成警告性裁判，指出「全民健保之保險條件以法律調整，與個人契約不同，並

不違反信賴保護，但仍為通盤之檢討」79。換言之，本號解釋認為健保制度既

是保險又涉及醫療資源之分配，其設計屬於立法裁量之範圍，這種強制社會保

險之保險條件由法律所設定，與個人購買之保險不同，立法者可以衡量社會需

要來制定或修法，沒有信賴保護之問題，大法官採合憲之結果，但行政機關仍

須加以檢討，亦即似乎採取偏向寬鬆之中度審查基準。 

    再者，針對優惠存款規定之改變，認為其無涉法律溯及既往的釋字第717號

解釋，針對系爭規定採取中度審查基準，認為其有公益考量，未違反信賴保護

和比例原則。在涉及立法變更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賠付債務範圍的釋字第675號

解釋中，即使涉及存款契約中的權利義務關係變更，但該號解釋仍認為資源分

配應交給立法決定，因此對系爭規定仍採寬鬆審查基準，認定其為合憲80。 

                                                      
78參見釋字第 457 號解釋理由書：「受配耕榮民與國家之間，係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配

耕榮民死亡或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主管機關原應終止契約收回耕地，俾國家資源得合理

運用」。 
79參見釋字第472號解釋理由書：「….此種強制性之社會保險，其保險之條件係由法律規定，

一體實施，與依個人意願參加之保險契約有間，立法機關盱衡社會發展之需要，制定或修改

法律，變更各項社會保險之規定，建立符合憲法意旨之社會安全制度，不生違背信賴保護利

益之問題。惟有關機關仍應本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時，該法第八十五條限期提出改制方案

之考量，依本解釋意旨，並就保險之營運（包括承保機構之多元化）、保險對象之類別、投

保金額、保險費率、醫療給付、撙節開支及暫行拒絕保險給付之當否等，適時通盤檢討改

進」。 
80參見釋字第 675 號解釋理由書：「重建基金賠付之範圍究應限於存款債務，或尚應包括非存

款債務，既涉及重建基金應如何有效分配與運用之問題，立法機關自得斟酌國家財政狀況及

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必要性，而為適當之決定。況存款債務與非存款債務之法律性質究屬不

同，且重建基金之設置，在於確保存款人對於金融機構之信心，以穩定金融信用秩序。立法

機關考量重建基金規模有限，為減輕該重建基金之負擔，使重建基金之運用更有效率，系爭

規定乃修正就非存款債務不予賠付，該手段與立法目的之達成具有合理關聯性，與憲法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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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即使是從我國大法官歷來關於公務員的權利受契約保護之相關

解釋來看，即使涉及當事人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變更，但凡是具有公共利益之

考量者，大致上均承認立法者有形成空間，亦即採取相對寬鬆的審查基準，或

至多以中度審查基準進行違憲審查。就此而言，我國大法官的釋憲態度，與前

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基本立場，頗為契合。 

 

（三）美國公共年金改革財產權保護爭議的啟示 

    在美國公共年金改革所引發的爭議中，系爭年改立法或措施，是否侵害公

務人員的財產權，也是辯論主軸之一。本鑑定意見以下從軍公教人員得主張之

權利出發，首先分析我國大法官解釋從財產權保護的角度如何看待類似爭議，

接著分析美國公共年金改革相關判決如何處理財產權保護的問題，以供  鈞院

判斷上的參考。 

 

1. 我國相關大法官解釋的立場 

    首先，就軍公教人員得對國家主張的權利來說，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312 號

解釋針對福利互助金作成「公務人員退休，依據法令請領福利互助金，乃屬公

法上財產請求權之行使，如遭有關機關拒絕，將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

之解釋，釋字第 707 號解釋針對教師薪資作成「教師待遇之高低，包括其敘薪

核計，屬於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範圍」之解釋，在釋字第 730 號解釋中，

則是指出「公立學校教職員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乃屬憲

法保障之財產權」。 

    其次，在財產權保護的脈絡下，針對限制軍公教人員財產權的規定，我國

大法官過往至今所採取的審查基準，也值得  鈞院檢視。在釋字第 246 號解釋

中，大法官指出雖涉及退休金的內容，但退休金給付標準屬立法政策事項81。

更進一步言之，釋字第 579 號解釋中的許宗力大法官意見書，也指出「涉及社

會與經濟政策之立法，為尊重立法者之政策形成自由，原則上都應從寬審查」，

                                                      
條規定尚無牴觸」。 
81參見釋字第 675 號解釋理由書：「公務人員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權利，惟

其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政策事項」。 



 27 

釋字第 580 號解釋中的林子儀大法官意見書，也主張財產權限制本質上屬於社

會資源的分配，基於司法者角色與功能之限制，應採寬鬆審查82，因為「司法

釋憲者本身不僅缺乏決定政策所需之資訊，亦不具進行社會資源重分配所需具

備的專業能力與民主代表性，更不對所作決定負政治責任，從而政治部門的決

策倘非全然恣意，司法釋憲者不宜冒然宣告政治部門有關社會資源分配之政策

決定違憲，不宜以自己的判斷替代政治部門政策決定」。 

    而大法官上述關於財產權的解釋立場，就再任其他職務者的退休金權益進

行限制而衍生的爭議處理上，也有一致性的展現：在涉及軍官再任其他職務的 

釋字第 464 號解釋中，大法官指出「發給退休俸之目的，係為了使軍官退役後

之生活有所保障，而非在於准許退役人員於給與退休俸外，猶得於另行就任公

職時重複領取公庫支付之薪津，致違一人不得兩俸之原則，而加重國家財政之

負擔」，在涉及公務人員再任其他職務的釋字第 658 號解釋中，則指出「有關退

休後再任公務人員之重行退休制度，其建構所須考量之因素甚多，諸如如何避

免造成相同年資等條件之再任公務人員與非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給與有失衡之

情形、是否基於整體公務人員退休權益之公平與國家財政等因素之考量而有限

制最高退休年資之必要」，而最近的釋字第 730 號解釋，則是認為「有關退休後

再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重行退休制度，其建構所須考量之因素甚多，諸如如何

避免造成相同年資等條件之再任公立學校教職員與非再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

休給與有失衡之情形、是否基於整體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權益之公平與國家財

政等因素之考量而有限制最高退休年資之必要」。換言之，依照  鈞院過去歷來

解釋的見解，對於軍公教人員之退休相關權益所受財產權保障衍生之爭議，向

來未採絕對保障之立場，而是衡量多方因素，在財產權保障與社會資源分配的

公益目的之間，求取均衡。 

 

2. 「正當法律程序」所提供的有限保障 

    將觀察角度拉到美國公共年金改革爭議上，關於公務人員退休金權利採取

                                                      
82參見釋字第 580 號林子儀大法官之部分協同及部分不同意見書：「凡在國家承認特定之人對

特定的資源享有一定財產權保障的同時，也排擠了其他人對同一種資源享有同樣財產權的可

能性。亦即，財產權是國家為合理有效分配社會資源所設之一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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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保護模式的相關判決，同時涉及法律正當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的保障，基本上乃是援用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the 5th Amendment）

以及增修條文第 14 條（the 14th Amendment）兩者，當成保護依據。換言之，

在此一模式下，未經法律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人民之財產，同時，憲法增修條

文第 5 條禁止在未予以正當補償的情況下，徵收人民的財產。 

    一般而言，法律正當程序進一步區分成程序上的正當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與實質上的正當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兩個面向。前者要求政

府在剝奪個人財產前必須遵循的法律程序。美國憲法上關於程序正當性的要

求，並未禁止政府改變退休權益的內涵83。政府常因年改立法程序，滿足關於

通知退休權益受影響者及聽取其意見（be given notice and an opportunity to be 

heard）的要求84，而滿足程序正當性要件。 

從而，比較明顯的挑戰，係出於實質正當程序保障此一論述。但是，整體

觀察美國憲法領域的相關判決，以實質正當程序為依據挑戰政府年金改革措

施，鮮有成功案例。其原因主要在於，持如此主張者，首先必須證明人民自己

具有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以及該權利受到侵害，並且證明該侵害是出自政

府任意且過度的作為85，但是，法院往往就年改措施是否侵害基本權利，採取

懷疑立場86，甚至，相對地，因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多採用合理審查基準

（rational basis scrutiny）87，政府則只需要證明其所採取的年金改革措施具有正

當目的，且其所要追求的正當目的之間具有合理關連性（were rationally related 

to a legitimate state interest），即可獲致合憲認定的結果。換言之，美國法院在這

類訴訟多採用合理審查基準88，也就是政府只要證明其年金改革措施和其所要

追求的正當利益之間，有合理關聯，例如「在財政危機時減少年金支出」，即可

通過司法審查89，此乃以財產權主張挑戰年改措施，在美國法院中不容易獲勝

                                                      
83 See, e.g., Pierce v. State, 910 P.2d 288 (N.M.1995). 
84 See, e.g., Frazier v. City of Chattanooga, 151 F. Supp. 3d 830, 839 (E.D. Tenn. 2015). Pierce, 

910 P.2d at 305 (suggesting that newspaper notices and open committee hearings were sufficient to 

meet procedural due process requirements). 
85 See, e.g., Walker v. City of Waterbury, 601 F.Supp.2d 420, 424 (D. Conn. 2009).  
86 See id. at 425. 
87 See, e.g., Parker v. Wakelin, 937 F.Supp. 46, 58 (D. Me. 1996). 
88 See Fallon, 842 F.2d at 601. 
89 Parker v. Wakelin, 937 F. Supp. 46, 58 (D. Me. 1996), aff'd in relevant part, 123 F.3d 1, 9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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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因素。  

 

3. 「徵收條款」下的財產權保障 

    另一個可能用來主張公共年金受憲法財產權保障的途徑，乃是依據聯邦憲

法中明文規定的徵收條款。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人民私有產

業，如無合理賠償，不得被徵為公用」（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而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則

另行明文規定「任何州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該州公民的生命、自由以

及財產」。雖然聯邦憲法並未明文述及徵用權，但是上述增修條文第五條在對徵

用權加諸限制性規定的同時，即是肯定了徵用權的存在，其限制即為：（1）徵

用權的行使，必須是基於「公用」(public use)理由；（2）私有土地被徵用之

後，必須「合理補償」( just compensation)。為了避免政府濫用權力剝奪人民

私有財產權，憲法要求於徵收時，政府必須是基於「公用」而徵收。但是，例

如都市計劃的經濟開發，是否屬於公用，則是曾在美國引起廣泛的爭議。例如

在 Kelo v. London 一案中90，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判決意見，即認定在與土地

使用相關之計畫上，應該給予各級政府比較寬廣的自由裁量權限，並且認定所

謂的公用，包括可為地方經濟可評估的經濟收益，亦即包括提供就業機會和增

加稅收的理由在內。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徵收條款的審

查模式，並非依賴手段與目的關聯性審查(means-end test)。在 Lingle v. 

Chevron U.S.A.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徵收條款的分析，應該著重於立法

結果所產生的「影響」（effects），而不是系爭立法所欲促成的利益（focuses 

on the effects that result from a legislative scheme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s that scheme is designed to promote）91。相較於正當法律程序條

款之違憲審查，以探究系爭手段的有效性為核心92，徵收條款的關注重點，則

是在於法律是否干預私人之財產權，亦即系爭立法結果的影響所在。 

    在比較法制上，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年金體系，並未有全國統一性

                                                      
Cir. 1997). 
90 Susette Kelo, et al. v. City of New London, et al.，545 U.S. 469 (2005). 
91 Lingle v. Chevron U.S.A., Inc., 544 U.S. 528, 540-43 (2005). 
92 Id. at 54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0%B1%E6%A5%AD%E6%A9%9F%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A8%8E%E6%94%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8%81%94%E9%82%A6%E6%9C%80%E9%AB%98%E6%B3%95%E9%99%A2%E5%88%A4%E4%BE%8B%E6%8A%A5%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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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設計，相對地，是採取分散式的設計。因此，全美估計有 4000 個左右的公

共年金計畫，且各計畫之制度實質內容不盡相同，後續年金改革之調整措施亦

有重大差異，在美國部分州的法院判決中，是明確否決政府與年金計畫參與者

之間乃是透過公共年金計畫建立契約關係，所以也就無從主張契約條款的保

障。在這類無從主張憲法契約條款加以救濟的案例，實際上便往往即循徵收條

款尋求救濟。是以，分析美國聯邦憲法徵收條款，對年金財產權主張的違憲審

查，饒富重要意義。 

    然而，整體觀察，以憲法上的徵收條款，對各州年改措施提出憲法挑戰

者，實際上幾無獲勝案例。美國法院在決定財產權因系爭管制措施，是否構成

徵收，多考量以下三個因素：（1）系爭管制措施對於原告的影響，（2）系爭管

制措施是否妨礙以投資為基礎的特殊期待(frustrate distinct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s)，以及（3）政府行為的特性93。 

將上述三個因素放在涉及年改措施的案件中進行檢視，這類挑戰所遭遇的

主要困境，往往在於：法院認為由於系爭年改措施而主張權益受損的原告，因

無法有效論證其具契約性質之財產權益，故無任何投資為基礎的特殊期待基

礎，可資保護94。換言之，審理這類以徵收條款為依據、針對年改措施提出挑

戰案件的法院，認定系爭年改措施中的調整，是對於公務員經濟生活中的利益

與負擔予以調整，並非徵收「財產」。因此觀察美國近年來，年改相關訴訟中，

援引憲法徵收條款，結果多不成功。其因在於主張徵收條款者，須論證其財產

權遭受侵害。但其財產權之性質，多源自於渠等與政府間具備契約或類似契約

關係。因此基於徵收條款所提出的訴訟主張，與以契約條款提出救濟者，多遭

遇類似結果95。以 Colorado州最高法院判決為例，州法院認定特定年金改革爭

議部分不屬於契約範疇內，就代表法院認定並沒有受憲法保障的利益受到剝

奪，自不違反徵收原則96。 

                                                      
93 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 v. City of New York, 438 U.S. 104, 124 (1978).   
94 See, e.g. Parker; Pineman v. Fallon, 842 F.2d 598 (2nd Cir. 1988).   
95 See, e.g., Parella v. Ret. Bd. of R.I. Emps.' Ret. Sys., 173 F.3d 46, 58-59 (1st Cir. 1999); Frazier v. 

City of Chattanooga, 151 F. Supp. 3d 830, 838 (E.D. Tenn. 2015) ("analysis under ... the Takings 

Clause tracks the same lines as the analysis under the Contracts Clause"). 
96 See Parella, 173 F.3d at 62; Justus v. State, 336 P.3d 202, 213 (Col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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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界亦有論者採取類似見解，主張徵收條款是契約條款的附帶主張，

前者的成功取決於後者97。也有學者以為，徵收條款在理論上提供不同於契約

條款的保障，但在結論上仍認並無顯著差異。因為，公共年金計畫參與者對於

年金的期待利益，難謂直接等同於財產權98。 

 然亦有學者認為，即使在許多情況下，基於徵收條款所提出的主張的確會

受到契約權利是否存在的影響，但兩者並非附隨（tag-alongs）關係，畢竟契約

權益的保障與財產權的保障兩者之間，仍有差異，縱使契約法律關係的主張未

受肯定，年金計畫參與者的權益，仍可能受財產權之保障99。換言之，在法院

僅採財產權模式處理年改訴訟的州，徵收條款是主張年改權益受損者唯一可能

的憲法保障。  

 如前所述，在美國憲法中，法院解釋政府是否合法徵收時，將分別檢驗以

下三個基本要件：（一）政府是否徵收了私人財產（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private property），（二）系爭徵收是否基於公共用途（whether any taking is 

for a public use），（三）所有權人是否獲得合理補償（whether the owner has 

received just compensation for the taking）。 

    就（一）而言，因為徵收條款僅適用於被定性成徵收「財產」。第一個問題

即為政府是否徵收了私有財產100。此處必須滿足的要件是，在徵收發生時，原

告必須有受保護的財產利益101。在美國各州的年改措施中，財產利益是否存

在，主要是根據州法的定義102。因此，如前所述，公共年金計畫中的某部分利

益，是否可定義為契約或財產權之爭議，將成為挑職者第一個關隘。此外，聯

邦最高法院也曾明確指出：並非所有影響到私人財產權益的公權力行為，皆具

有可補償性103。在判斷系爭法律或管制措施是否構成徵收「財產」時，在判斷

                                                      
97 See, e.g., Buck, supra note 13, at 93. 
98 See, e.g., Jack M. Beermann, The Public Pension Crisis, 70 WASH. & LEE L. REV. 3, 63 (2013).  
99 See Kent, supra note 19, at 11.  
100 See Koontz v. St. Johns River Water Mgmt. Dist., 133 S. Ct. 2586, 2597 (2013). 
101 See, e.g., Am. Pelagic Fishing Co. v. United States, 379 F.3d 1363, 1372 (Fed. Cir. 2004); see 

also L.C. Canyon Partners v. Salt Lake Cnty., 266 P.3d 797, 805 (Utah 2011). 
102 See, e.g., Stop the Beach Renourishment, Inc. v. Fla. Dep't of Envtl. Prot., 560 U.S. 702, 707 

(2010) (plurality); Phillips v. Wash. Legal Found., 524 U.S. 156, 164 (1998). 
103 See Armstrong v. United States, 364 U.S. 40, 48 (1960); see also Connolly v. Pension Benefit 

Guar. Corp., 475 U.S. 211, 223 (1986); Tahoe-Sierra Pres. Council, Inc. v. Tahoe Reg'l Planning 

Agency, 535 U.S. 302, 322 n.1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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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謂相當複雜。觀察過去至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在判斷標準上，大

致上可以歸納出以下的三重基準之分析架構： 

    第一個判斷標準為「當然違法」規則（per se rule）。亦即如果原告能夠證

明系爭法令或管制措施，導致原告的財產遭受永久性的物理侵害或佔用，則該

法令或管制措施本身即構成徵收，不須再考慮其他因素104。 

    如果系爭法令或管制措施並未涉及上述的永久性物理侵害或佔用，接著就

必須進入第二個判斷標準，也就是其政府行為是否「完全」（total）剝奪了原告

之財產在經濟上和生產上的使用？若判斷結果為肯定者，則可推定系爭法令或

管制措施構成徵收，並將舉證責任轉移至政府身上，而政府則可透過證明系爭

法律或者管制措施，僅屬一般法令對於財產權之使用或收益，造成類似的妨

礙，即可推翻上述推定105。政府若無法舉證推翻上述徵收之推定，則必須對所

有權人予以合理補償。 

    第三個判斷標準，則是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規範性徵收(regulatory taking)，採

用知名的「賓州中央車站判斷標準」（Penn Central test）106。在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的判決中，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 v. City of New York可以說是徵收相

關判決中最為知名者。該判決涉及紐約市地景保存委員會，通過在中央車站上

興建50層樓的辦公建築後，車站所有權人對地標保存委員會提起訴訟，主張地

標保存法在規範適用上，構成徵收，未有合理補償，且未經正當法律程序，恣

意剝奪所有權人之財產。該案之多數判決意見由大法官Brennan主筆，共有四個

重點：（一）所有權人不得僅因其證明被拒絕使用附近的周邊空間，就構成徵收

「財產」。（二）系爭地標法透過整體都市計畫，具體保存具有歷史及美學價值

的結構，並不具有歧視性。（三）系爭法律對部分所有權人所造成的影響，甚於

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未必構成徵收。（四）系爭法律並未干預所有權人現在的

使用方式，也未影響所有權人未來的合理投資收益。 

 聯邦最高法院之賓州中央車站案，提供各級法院一個可資操作的判準。因

為，只要任何政府行為或法規影響到財產價值，就必須給付補償，勢必會導致

                                                      
104 See Loretto v. 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458 U.S. 419, 434-35 (1982). 
105 Lucas v. S.C. Coastal Council, 505 U.S. 1003, 1027-32 (1992). 
106 Penn Cent. Transp. Co. v. City of New York, 438 U.S. 104, 124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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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無法運作的結果。因此，美國聯邦法院在多種情況下，會同意政府可以制

訂或執行，對人民造成負面經濟影響之法律或管制措施。因此，若主張財產權

受侵害者，僅僅在經濟利益上受到損害，但是無法舉證自己對於該利益具備

「合理期待」，足以構成「財產」者，則依然無法構成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

所規定的「徵收私有財產」。 

 由於多數建立上述判斷標準的判決及後續適用此一分析框架的判決，大都

涉及土地使用相關的管制措施。因此，究竟在年金改革相關爭議中，應該適用

哪個判斷標準來主張其受財產權的保障？ 

    在以上三種判斷標準中，主張系爭法令與管制措施「完全」剝奪了原告就

其財產在經濟上和生產上的使用，是最不可能適用者。因為，無論如何很難想

像在現實上會有年改相關法令或措施是採取使退休金計畫完全終止或相關權益

完全遭受剝奪的作法，亦即很難想像會完全剝奪在職者與退休者所有經濟利益

的改革方式，究諸實際，在年改訴訟中，至今唯一曾經如此主張者，亦遭法院

明確否決107。此外，由於年金改革，亦不涉及對聲請人財產之物理侵害

（physical invasions），因此當然違法規則，亦無適用餘地。 

所以，在美國年改訴訟的脈絡下，年改措施是否構成「徵收」，法院多採取

「賓州中央車站判斷標準」。雖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徵收條款的判決，一再

表明其乃傾向逐案審查108，但歸納分析美國年改訴訟在各級法院判決，以採取

「賓州中央車站判斷標準」的判決為主流，有部分判決甚至明確拒絕適用當然

違法原則109。 

    觀察美國法院對於徵收條款的解釋適用，重要原始意旨之一即在於防止政

府透過管制（regulation），而非佔用（appropriation）財產的方式，來逃避合理

補償的要求。所以，當系爭管制與佔用具有相同效果時，無論政府形式上是採

取何種行為，皆應適用徵收條款予以合理補償。然而，如何調和上述政府逃避

                                                      
107 See Parker v. Wakelin, 937 F. Supp. 46, 59 (D. Me. 1996), rev'd on other grounds, 123 F.3d 1 

(1st Cir. 1997). 
108 See, e.g., Palazzolo v. Rhode Island, 533 U.S. 606, 636 (2001) (O'Connor, J., concurring); Lucas 

v. S.C. Coastal Council, 505 U.S. 1003, 1047 (1992) (Blackmun, J., dissenting). 
109 See, e.g., Pineman v. Fallon, 842 F.2d 598, 602-03 (2d Cir. 1988); Parker, 937 F. Supp. at 58-59; 

Scigulinksy, 890 F. Supp. at 1166; State ex. rel. Horvath v. State Teachers Ret. Bd., 697 N.E.2d 644, 

650-51 (Ohi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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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條款的行為，與避免司法過度干預行政權核心，是值得司法者深思之處

110。  

    將上述關於徵收條款的司法判決發展，適用到美國公共年金改革的脈絡下

時，便可以發現「賓州中央車站判斷標準」的適用，不但對於在龐大財政壓力

下從事年金改革的政府而言，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對於審查年改措施是否

違憲的司法者來說，也應該是比較安全合理的判斷標準。這或也是何以不少美

國法院會在一系列涉及私部門退休權益的立法所引發的訴訟案件中，採用此一

標準111。而且，究諸實際，部分的州法院也仰賴這一系列的判決，作為審理該

州公務人員主張其退休權益所遭削減構成徵收與否之判斷基準112。 

簡言之，根據美國法制經驗，當政府對財產權的干預，涉及物理侵害時，比

較容易被視為徵收。相對地，公共年金制度改革，則是基於促進公共利益，對

經濟生活的利益及負擔所為之調整，較接近美國司法實務上所操作之規範性徵

收，因不涉及物理侵害，多能通過偏向合理審查基準的司法違憲審查。雖然美

國與我國對於徵收與財產權的定義與司法違憲審查脈絡，迥然有別，並不具備

直接可比較性。然而美國各級法院，對於規範性徵收與年金改革的違憲審查，

多尊重行政與立法權的共同決策空間，值得  鈞院參考的見解。 

 

4. 「既得權說」的謬誤 

    與財產權保障相關而值得附帶一提的，則是國內有學者有提出關於「既得

權」的主張者113。此一主張通常認為在公務人員在退休時，其退休後所得領取

之相關金錢給付如優惠存款利息與退休俸等，即告確定，其在本質上屬於既得

權（acquired rights），僅得尊重並履行，不得再行變更或廢棄。然而，國內學者

持既得權概念此一主張者所援引的，應該是 WBAT, de Merode and others v. 

                                                      
110 See, e.g., Brannon P. Denning & Michael B. Kent, Jr., Anti-Evasion Doctrines in Constitutional 

Law, 2012 UTAH L. REV. 1773 (2012). 
111 See, e.g., Connolly v. Pension Benefit Guar. Corp., 475 U.S. 211, 216-17, 225 (1986).  
112 See Pineman v. Fallon, 842 F.2d 598, 602 (2d Cir. 1988); Parker v. Wakelin, 937 F. Supp. 46, 58 

(D. Me. 1996), rev'd on other grounds, 123 F.3d 1 (1st Cir. 1997); State ex. rel. Horvath v. State 

Teachers Ret. Bd., 697 N.E.2d 644, 649 (Ohio 1998). 
113 參見如：陳淳文，「既得權、變動原則與年金改革」，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年金改

革施行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頁 31-6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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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114這個通稱為世界銀行案的裁決。本鑑定意見認為，此一主張關於

既得權的主張，不僅與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解釋的意旨與論理互相衝突，和該

號解釋之最終結論亦有相當出入，恐難在對於上述世界銀行案裁決的歷史脈絡

與法制背景稍有理解後，貿然引介。 

    再者，細究該案裁決之內容，該案所涉為被告世界銀行單方調整職員之薪

資與稅捐補償。然該案裁決內容肯認世界銀行董事會對其職員之薪資及稅捐補

償，應有單方調整權。若法院貿然干預，將造成世界銀行職員間，會因不同地

區及不同起聘時間，產生不平等之情形，妨礙該組織繼續提供良善服務。該裁

決雖指出，契約之單方調整權並非不受限制，凡是涉及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

調整，則不可由單方修正為之。而該案之稅捐補償調整，屬於「標準之調降」

（standard deduction），並未涉及「重要要素」之改變。其次，針對世界銀行以

消費者物價指數換算後，在 1979 年和 1980 年分別調整薪資所生的爭議，該裁

決認為世銀董事會具備權衡便利性、組織競爭性、成本、行政效率等因素的調

整權利，在未證明董事會有權力濫用之情事前，認定系爭調降並不違反契約。

簡言之，該裁決認為世界銀行之單方調整契約行為，並無違法之情事。 

 

5. 結論 

    總而言之，正當程序條款與徵收條款兩者的憲法分析，在美國的年改訴訟

中，是財產權模式下的主軸。就正當程序條款的分析而言，法院所採者為「合

理審查基準」，就徵收條款的分析而言，除了必須先判斷年改係爭立法或管制措

施是否構成徵收之外，即有難處外，在認定其構成徵收後，如何判斷「合理補

償」，也是挑戰年改措施合憲性者難以克服的障礙，本鑑定意見認為，以上關於

美國年改訴訟中的財產權模式分析及其所適用的違憲審查基準，應有值得  鈞

院參考之處。 

    

 

 

                                                      
114 83 ILR 639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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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爭點提綱 

      

    基於本鑑定意見以上關於我國憲法實踐經驗與美國法上的比較憲法經驗分

析，關於  鈞院所提示之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爭點題綱，本鑑定意見逐點回應如

下： 

 

爭點一： 

    系爭條例第 3 條系爭條文名詞定義、第 26 條第 2 項（及其附表三）第 1 款、

第 2 款系爭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金、退休俸、贍養金給與基準規定，是否違反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與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鑑定意見：     

（一）未違反不溯及既往原則    

    首先，在系爭條例第 3 條規定部分，本條文之主要目的，在於定義系爭條例

所使用名詞之意涵，該條文共有 7 款規定，其中部分為關於原有退休規定之名詞

解釋，部分則為因應系爭條例關於退休所得改變之規定，以界定相關計算方式為

目的之名詞定義。整體觀之，自此一條文可知，系爭條例之受規範對象，同時包

括現役者和已退伍者之退休金給與法律關係在內。 

    關於系爭條例第 3 條原有退休規定之相關名詞解釋部分，由於其內容與範

圍，和年金改革前之退休法制並無不同，且向後生效，應該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亦無侵害受規範對象財產權之可能。至於涉及退休所得改變之相關名詞解

釋部分，乃配合本次年改之規定，其所涉及者究竟是「真正溯及既往」或是「不

真正溯及既往」，其判斷則應與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2 項第 1 款與第 2 款併同觀

察。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出自法治國家的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考量，藉此保障

人民之既得權益。然而，基於法安定性原則，固然要求政府之行為和決定應該具

有穩定性，但是，國家社會不免遭逢特殊的社會或經濟危機，而使得法律不溯及

既往原則難以一成不變。同時，若法律因特殊情形而變動，則人民對於法律秩序

的信賴，應該如何受到保護，例如是否應該採取過渡條款、損失補償或者例外規

定等方法為之，即應受重視。再者，人民之信賴，以值得保護為前提，方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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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憲法應毋須保護人民主張現行法律永不變更的期待。我國大法官先前針對

如何區分「真正溯及既往」和「不真正溯及既往」，已有觸及。所謂「真正溯及

既往」，乃指法律適用於該法律生效前已經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而言，亦即「真

正溯及既往」係指法規之適用時間範圍，擴及於過去已終結之「構成要件事實」，

並賦予法律效果，只有在「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才會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629 號與釋字第 717 號）。 

    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固然要求新訂法規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

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然若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關係，跨越新、舊法規施行時期，

而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者，除法規別有規定外，則應適

用新法規（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620 號解釋）。此種情形乃是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

施行時期內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並非全然將新

法規溯及適用，所以，即使涉及受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得預期之利

益的減損，仍非牴觸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此已為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解釋所

明示。同樣地，由於受規範對象並非在成就退役要件並請領相關給付後，即終結

與國家間的法律關係，相對地，其法律關係乃持續至其給付權利喪失為止。所以，

在法律關係存續期間，若給付內容因法令修正而向後調降，依然是不真正溯及既

往之情形。 

（二）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本鑑定意見認為，經過比較之後，可發現系爭條例第 3 條及第 26 條第 2 項

第 1 款、第 2 款之修正，部分維持修正前給付之計算式，固毋庸深論其影響，就

其他經修改之部分而言，其適用結果，對於受規範對象而言，則似乎比修正前更

為有利。本鑑定意見認為，在面臨軍人退撫基金用罄危機之際修正的系爭條例，

卻仍選擇給予更為有利之退休給與，其理由或許出於對軍人職業特性多所考量之

故，此一立法初衷可從行政院 107 年系爭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115中看出端倪。亦

即修法之際除了衡量現階段軍公教人員均面臨退撫基金收支缺口日益擴大，造成

國家財政重大負擔此一現實外，對於如何設計出符合軍人職業特性並創造足夠招

募誘因的退撫制度，仍有相當考量之故。 

                                                      
115 參見：行政院 107 年 4 月 13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7891 號函所檢送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服役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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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以上所述，系爭條例第 3 條系爭條文名詞定義、第 26 條第 2 項（及其

附表三）第 1 款、第 2 款規定，雖對原退伍金、退休俸、贍養金之給與基準產造

成變動，應無涉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亦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爭點二： 

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3 項（及其附表四）及第 46 條第 4 項第 1 款有關系爭條例

施行後之過渡期間內，扣減受規範對象退除給與優惠存款利息規定，因而減少

其退除給與，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 

鑑定意見： 

    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3 項，其受規範對象是領取月退俸和優惠存款的退役人

員，第 46 條第 4 項第 1 款之受規範對象，則是領取一次給付後再領取優惠存款

利息之退役人員。 

    根據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3 項及附表四之規定內容計算之結果，應有部分受

規範對象除優存利息逐年扣減外，舊制年資退休俸也可能受到扣減，但新制年資

應該不受影響。 

    其次，由於系爭條例第 46 條第 4 項第 1 款的受規範對象是以一次性退伍金

和軍人保險退伍給付當成本金，以領取優存利息的退役人員，根據上述規定計算

的結果，這類退役人員的優存利息若超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其

超過部分之利息將予以調降。 

     究其實際，在系爭條例施行後的過渡期間內，受規範對象之退除給與的確

可能會因爲前述兩系爭條文的解釋適用而而減少，然而，本鑑定意見認為，基於

退役人員與國家間法律關係的性質，以及服公職權保障的本旨，系爭規定應未違

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如本鑑定意見先前的分析，多號大法官釋字均肯定在國家遭逢某些社會或經

濟安全問題，而有基於重要公共利益之目的而採取改革措施之必要時，雖然難免

影響人民既有之權益，但仍應容許立法者有一定程度的裁量空間和政策形成空

間。換言之，政府基於重要公共利益而為法律之制定、修正或廢止，即使對退役

人員原有之權益造成不利影響時，新訂法規是否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根據  

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之意旨，時間因素應是決定其究竟為真正溯及既往或不真正



 39 

不溯及既往的重要判斷依據116。釋字第 717 號解釋指出：「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

施行時期內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縱有減損

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得預期之利益，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即使從保障軍人服公職權的角度出發，國家對於軍人固然具有生活照顧意

義，但就軍人與國家間之長期法律關係，縱然在軍人退役後，此一長期法律關係

仍未終止，軍人乃是從現役人員身份轉為退役人員身份，而其與國家間之法律關

係則繼續存在。本鑑定意見認為：正因為如此，立法者依不同時代的社會與經濟

狀況，調整俸給或退休給付，以維持退撫基金之財務健全和永續運作，俾使所有

現役與退役人員均能受到確保其生活無虞的照顧，並不違背上述照顧原則，而且，

系爭年改措施乃符合重要公共利益之要求，並且是採取合理必要之改革手段，應

屬合憲。 

    其次，就已符合請領月退休俸最低服役年資之現役人員而言，其對於未來退

役時請領月退俸，應有期待權。相對地，對已退役人員來說，則是享有月退俸請

求權，而此一請求權隨著時間經過，有陸續獲得實現者，也有因未屆清償期而屬

於未來尚待給付者。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2 項和系爭條例第 46 條第 4 項第 1 款

之規定，均涉及減少尚未到期之退除給付。就此而言，本鑑定意見認為，由於系

爭規定適用結果，並未影響退役人員之服務年資計算，也未減損其在此次年改措

施之前已經領取的優存利息與月退俸，其應屬非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並未抵觸

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至於或有主張在現役人員退役之際所核發之審定函，已將核定之退休給予種

類、人員等級、基數內涵、任職年資等一一敘明，故而該核定處分即不再需要任

何其他因素即告確定生效，所以應可推論出系爭規定調降退除給與，乃是真正溯

及既往之類型，抵觸禁止溯及既往原則117。不過，此一說法除了未提及退休俸之

基數內涵是以本俸或本俸兩倍為準，而本俸並非固定數額，而是隨著現役人員調

薪而調整此一長期事實外，似乎也否定在審定函核發後，退役人員所領取之退除

給與，其根據向來是依系爭條例（包括修法前後）所建構的法律關係，而非審定

                                                      
116 張桐銳，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權益憲法保障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289 期，頁 194-195，

頁 196 (2019)。 
117 蘇永欽（2019），立法不溯及既往的憲法界線，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年金改革施行

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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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之內容。若是執意限於用審定函決定到底是適用舊法或新法，不免造成已經取

得期待權之現役人員搶退，造成軍人間的權益落差現象118，可能反而與憲法保障

服公職權之意旨相違背。另外，或有認為退休金請求權是基於已確定之法律地位

而生之特權，此一特權一經形成即不得事後變更或廢棄，因此主張年改措施之對

象限於在職（役）者，必須排除退休（役）者119。由於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解釋

已明白指出新法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亦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

往原則，顯然不採既得權說。因此，系爭規定有關調降退除給與之規定，應屬不

真正溯及既往，並無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進一步言之，由於釋字第 717 號解釋也指出「法規變動（制定、修正或廢止）

時，在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情形，對於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本院

釋字第 529 號解釋參照）或可得預期之利益（本院釋字第 605 號解釋參照），國

家除因有憲政制度之特殊考量外（本院釋字第 589 號解釋參照），原則上固有決

定是否予以維持以及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惟仍應注意人民對於舊法有無值得保

護之信賴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和「法規未定有施行期間者，如客觀上可使規範

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並通常可據為生活或經營之安排，且其信賴值得保護時，

須基於公益之必要始得變動。凡因公益之必要而變動法規者，仍應與規範對象應

受保護之信賴利益相權衡，除應避免將全部給付逕予終止外，於審酌減少給付程

度時，並應考量是否分階段實施及規範對象承受能力之差異，俾避免其可得預期

之利益遭受過度之減損」。所以，釋字第 717 號解釋認為優存相關規定雖然實施

歷時已久，客觀上可使受規範對象抱持該等規定會繼續施行的預期，因而將此一

經濟利益納入其生涯規劃與退休規劃中，客觀上貌似具有可受憲法保護之具體信

賴，不過，從臺灣銀行為辦理優惠存款而與退役人員締結之「優惠儲蓄綜合存款

開戶總約定書」內容來看，即使是在系爭條例修正前，受領優存利息的退役人員

應已可預見在優存契約存續中，不管是優存額度或優存利率均非一成不變，皆可

能因法令規定改變而產生變更，所以，本鑑定意見認為：受規範對象就此應無值

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可言。即使退一步認為系爭規定之受規範對象對於優存權益有

                                                      
118張桐銳，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權益憲法保障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289 期，頁 196 (2019)。 
119 參見：陳淳文，「既得權、變動原則與年金改革」，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年金改革

施行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頁 31-6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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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但由於系爭規定並非一次性地取消優存權益，而是分階段

實施，而且在減少給付程度的決定上，納入高低職等承受變動能力不同的因素，

同時設有合理下限標準，避免退役人員退休後的生活與財務規劃受到常人難以承

受的衝擊，影響退役人員的生存尊嚴，應可謂符合大法官釋字第 280 號與第 717

號的意旨，可認定系爭規定為了保護受規範對象的信賴利益而採取合理補救措施

和過渡期間條款，其對受規範對象權利的限制，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並無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和比例原則之虞。 

    最後應併予分析者，是部分領取月退俸的退役人員，除了優存利息之外，關

於其依照舊制年資領取之退休俸，亦可能受到扣減的爭議。此乃基於退役人員在

退役之後與國家間仍有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而來，如前所述，並未違反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則。尤其，從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3 項及附表四註記 4 之說明中，可以

推知退役人員之舊制退休俸，並非立即遭扣減命運，乃是先就優存利息扣減完畢

而仍有不足時，始逐步扣減舊制退休俸，在時間上已經預留合理之過渡期間，而

扣減方式也限於扣減至無差額為止。系爭條例此種限制退役人員基本權利的模

式，不僅合乎信賴保護原則的要求，也是在追求重大公共利益之際，在手段上也

是採取對退撫舊制退休俸請求權限制最小者，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爭點三： 

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4 項後段有關原支領金額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按原支領金

額支給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生存權、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意

旨？ 

鑑定意見 

    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4 項後段規定「原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

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此即所謂「最低保障金額」。詳言之，目前

退役人員之原支領金額低於此金額者，主因乃是其未退役前階級較低、未支領優

惠存款利息，抑或當年退役較早且目前年齡較長之故。並非本次年改相關措施所

造成之結果，因此本鑑定意見認為本次年改並無侵害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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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國憲法第 15 條所規定之生存權，主旨為保障人民經濟上之「最低

限度生活需求」120，此與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4 項所規定之最低保障金額乃屬於

退役軍人退休俸之法定下限，迥然不同。然而，前述最低保障金額經概算後，目

前約可支領為 38,990 元，此一數額顯然高於現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門檻

數額。就此而論，實難認定系爭規定實施結果，導致退役人員無力經營具有基本

生存尊嚴之生活，而違反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之保障。 

 

爭點四： 

    系爭條例第 29 條第 2 項提高現役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撥繳費用率基準之規定，是

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侵害現役人員之財產權？ 

    鑑定意見： 

        觀諸現行系爭條文第 29 條第 2 項之修法理由，乃是有鑒於現行退撫基金法

定費率百分之 8 至百分之 12，已經無從發揮平衡退撫基金財務收支狀況之作用，

因此，為健全基金財務結構，維持基金正常運作，乃透過修法手段，將共同撥繳

費用基準之費率底限調整至百分之 12，上限調高至百分之 18，並刪除撥繳滿 35

年後免再繳費之規定。 

   系爭規定變更退撫制度內容之處，在於提高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比例，其乃

向後生效，適用於該規定生效時及生效後於國家與現役人員間繼續存在之法律關

係，並未溯及適用於系爭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屬不真正溯及

既往情形，並無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系爭規定提高現役人員之提撥費率，雖涉及其財產權之保障，然而，根據本

鑑定意見前述分析，此處提高費率之目的，應為維繫退撫基金支付能力，以便避

免軍人退撫基金即將於 109 年用罄之重大危機，此一危機之避免，不僅要挽救軍

人退撫基金破產危機，以免直接影響現役人員及退役人員之權益與士氣，間接亦

有助於穩定社會與經濟層面之整體安全。換言之，此次系爭條例修法提高提撥費

率， 其所追求之目的屬具有重大急迫性質之公共利益，其手段有助於該目的之

                                                      
120 參見：張桐銳，論憲法上之最低生存保障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第 123 期，頁 121-191

（2011），關於生存權的內涵，並可參照釋字第 766 號解釋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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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而就其對現役人員財產權所造成之限制，應採合理審查基準進行檢驗，本

鑑定意見認為，此處應可判斷其符合我國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爭點五： 

系爭條例第 3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停止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最低保障金額之受規範對象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

是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之平等權、工作權、財產權？ 

鑑定意見： 

    系爭條例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而根據該條

項第 3 款之規定，將停止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公務人員最低保障金額之受規範對象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此處所追求之規範目

的，應在於公平分配資源並增加年輕世代工作機會，本鑑定意見認為此乃具有重

要公益性質之目的，其對於退役人員之工作權及財產權雖有影響，但其並未禁止

退役人員二度就業，而是針對其二度就業薪酬與退除給與之間，維持不低於一定

數額標準之金錢給付，應屬為達成上述公益目的之必要方法，符合比例原則之要

求。 

    其次，就平等權之保障而言，觀諸系爭條例第 34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受限工

作類型，性質上乃屬於員額限制較高或競爭性較高的工作類型，與一般私部門之

工作類型尚有不同。基於避免資源重複分配和增加年輕世代工作機會之目的，系

爭規定選擇特定工作類型作為限制範圍，亦無限制範圍過廣之虞，本鑑定意認為

其應不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 

 

爭點六： 

系爭條例第 46 條第 5 項規定，於系爭條例施行後第 11 年返還經調降不再給付

優存利息部分之本金，是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鑑定意見： 

    民國 85 年 12 月 31 日前，退役人員所支領之國家金錢給付，主要包括「退

除給與」和「優惠存款利息」二者。在因應退撫新制而制定之系爭條例於 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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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施行後，當日起役任官之軍職人員不再具有領取優惠存款利息之資格，

相對地，原先已符合優惠存款利息領取資格者，其領息權益則未受影響。時至今

日，政府補貼優存利息已屬時空不宜且造成政府不小的財政負擔，但考量優存受

益者之權益在本次年金改革後仍有兼顧之需求，於是立法者以 10 年為緩降期，

使優存制度完全走入歷史。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系爭條例並非單獨針對優存利息予以調降，而是以「退

休俸」和「優惠存款」兩者相加後之退除給與「總額」，作為調整基礎，稱之為

「退除給與」。倘若退役人員領取的退除給與總額，高於第 26 條第 2 項 2 款及同

條第 4 項所定之俸率，則其差額分 10 年內平均調降，並依系爭條例第 26 條之附

表 4 註記第 4 點，優先調降優惠存款利息，再扣減退休俸。換言之，退役人員逐

年減少支領的退除給與，仍是優惠存款利息與退休俸之總額，並非僅針對優惠存

款利息調降。換言之，在上開 10 年之緩降過渡期間內，政府仍同時支付退休俸

與優存利息，由於第 11 年所領取之退除給與總額，始不包括優存利息，因此，

若受規範對象欲領取退除給與總額中的優存利息，則作爲優存利息附著前提之本

金，自然於第 11 年起始得返還。根據以上分析，本鑑定意見認為系爭條例第 46

條第 5 項之規定，於同條例施行後第 11 年始返還經調降不再給付優存利息部分

之本金，並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爭點七： 

系爭條例第 47 條第 3 項有關系爭條例施行後，一次結清、給付年資補償金後，

不再給付月補償金規定，適用於原已領取月補償金之退除役人員，是否違反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又系爭條例第 47 條第 3 項與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3 項之關聯如何？是否影響系爭條例第 47 條第 3 項合憲與否之判斷？ 

鑑定意見： 

    系爭條例修正前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121，應係 86 年退撫新制實施時，為了

避免舊制下的服役人員因制度變更而導致退休俸降低結果發生的設計，其作用類

                                                      
121 系爭條例修正前第 38 條規定之全文如下： 

軍官、士官在本條例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滿十五年，於本條例施行後退伍除役，擇

領退休俸者，另按未滿十五年之年資為準，依左列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 

一、每減一年，增給半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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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政策性補貼，並非包含於退休俸在內。同時，其領取方式，依規定可於退役後

自行決定決定一次領取補償金或支領月補償金。此一補償金制度，也同樣適用於

退撫新制實施當時之其他公教人員。 

    在上述自行決定決定一次領取補償金或支領月補償金之制度實施後，由於選

擇支領月補償金者，自第 100 月起所受領之總金額，便會超過一次領取補償金

者，而且其所支領之月補償金，依法將持續至給付原因消滅為止，本次年改所訂

定之系爭規定，應是為了有效處理此一明顯不合理現象而來。本鑑定意見認為，

為了矯正資源分配嚴重扭曲的現象，政府有權透過立法者的政策形成空間限制財

產權，超額受領的退役人員，應無合理之信賴可言，所以，系爭條例 47 條第 3

項關於月補償金結清之規定，無非是以立法手段使上述高度扭曲的長期繼續性法

律關係得以終止，將制度往資源合理分配的方向調整。因為系爭規定並未要求前

述差額之返還，應無違反溯及既往原則之慮，加上其規定支領未足者，一次補發

其餘額，所以也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至於基於照顧軍人原則而於系爭條例中另

有第 26 條第 3 項分十年緩降之規定，且經實際計算後，多數支領退休俸之退役

人員，依本條規定分年平均調降月補償金之給付方式，比較有利，亦即本條適用

結果與系爭條例第 47 條第 3 項之適用結果不同，關於這兩個規定之間的關聯性，

本鑑定意見認為應係立法疏漏所致的矛盾。 

 

爭點八： 

系爭條例第 54 條第 2 項將結餘之優惠存款利息挹注退撫基金規定，是否違反同

法第 29 條第 1 項「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而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

產權? 

鑑定意見： 

    此一爭點固然涉及「政府負最終支付保證責任」規定之原始立法意旨為

何，但首先應該釐清的，則是優惠存款利息的法律定性。由於釋字第 717 號解

                                                      
二、每減一年，增給基數百分之○．五之月補償金。 

軍官、士官在本條例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滿二十年，於本條例施行後退除，其前後

服現役年資合計滿十五年，擇領退休俸者，依其在本條例施行後年資，每滿半年，一次增發半

個基數之補償金，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至二十年止；其前後服現役年資超過二十年者，每

滿一年，減發半個基數，至滿二十六年者，不再增減。其增減基數由基金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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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已經明確指出優惠存款利息是軍公教人員退休金額度偏低時期，由政府所提

供的政策性補貼，此一補貼充其量只是受規範對象之經濟性期待，究其實際，

受規範對象既未繳交任何費用挹注於此一政策性補貼當中，也就無從對權利的

形成有任何貢獻，而且，此一政策性補貼也非由服役年資累積所得。根據上述

性質說明，退役人員對於優存利息的期待，應不受財產權之保障範圍，因此也

無受侵害可能性。此外，系爭條例規定政府應將結餘之優惠存款利息挹注於退

撫基金，無異於提高來自於政府之財源比例，有助於維持退撫基金之收支衡

平，以免提撥比例調高，更無侵害現役人員財產權之虞。 

    就系爭條例之立法史來看，立法機關於 84 年通過系爭條例時，將軍人年金

制度從恩給制改為儲金制，107 年雖修正系爭條例，但仍維持儲金制。既然是儲

金制度，那麼「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自不能解釋為基金收支不平

衡時，必須全然仰賴政府撥補，而禁止立法機關透過修法手段採取提高費率、延

後退休年齡、降低所得替代率等改革措施，維持基金財務平衡。換言之，系爭規

定之立法意旨，應是要求國家應該善用各種合法且有效之手段，維持基金財務的

衡平，倘若既有法律手段不足時，自然必須修法採取進一步之改革措施。究諸實

際，系爭規定應是參考 106 年 8 月 9 日公布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40 條

「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依第 36 條至第 38 條規定扣減後，各級政府每年所節

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此一規定而來，目的

在於禁止政府將結餘所得經費挪為他用，以維護退撫基金之財務穩健性。 

    既然尚未到期的優存利息，非屬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那麼，基於政府應有

權力採取有效措施因應社會安全與經濟安全之需的憲政理念，立法者選擇將此種

政策性補貼資源，轉移至退撫基金，以強化退撫基金的長期支付能力，也選擇不

再由各個世代的納稅人繼續負擔此一補貼支出，不再使得現役人員繼續承擔退撫

基金支付能力不足的風險。 

    綜上所論，本鑑定意見認為系爭條例第 54 條第 2 項未牴觸同條例第 29 條

第 1 項「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也未侵害受規範者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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